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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按语：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我国不仅在经
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建设领域的变革也全
面推展，社会转型持续深入，社会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创新层
出不穷。改革开放也为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和重建带来了契机。在过去的四十
年中，中国社会学者积极投身于社会建设、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创新的滚滚洪流
中，不仅是这一历史性巨变的见证者和研究者，也是其参与者。毫不夸张地说，中
国社会学这几十年来前行的每一个脚印，都深深地嵌入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的脉络中。有鉴于此，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统和全面地总结我国社会
建设、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的经验和成就，并为未来改革开放征程中我国社会建
设、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有益的镜鉴，《社会》编辑部于２０１８年

７月１５日召开了题为“转型与发展：中国社会建设四十年回望”圆桌论坛，与会学
者从社会流动、社会分层、农民工现象、社会工作、社会心态、文化自信、社区发展、

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不同角度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现在，我们将这次研讨的
成果以笔谈形式集结发表。（李友梅）

·１·

DOI:10.15992/j.cnki.31-1123/c.2018.06.001



从文化反省到文化自信：中国文化建设助推社会建设

４０年回顾

邴　正

１．爱德华·泰勒．２００５．原始文化［Ｍ］．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
２．转引自：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２００５．中华文化史［Ｍ］．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１．
３．斯特斯·林赛．２００２．文化、心理模式和国家繁荣［Ｇ］／／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
响人类进步．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陈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４５．

　　２０１８年是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周年。４０年来，中国文化建设助推社
会建设，扮演了重要的积极角色。抚今追昔，追本溯源，我们理应认真
厘清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总结中国文化建设助推社会建设的
经验，按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使命要求，依照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要求，推动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同步发展。

一、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的辩证关系

文化与社会是人类活动彼此依存、互为一体的两个方面。社会活
动的主体是人，社会是人的活动方式，文化是人的活动成果。泰勒认
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
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任何能力与习惯”。１美国文化学家
克鲁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一书中认为：
“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习得
并传授，并构成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是历史上经过
选择的价值体系；文化既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又是限制人类进一步活动
的因素。”２从上述意义上说，社会建设的成果体现为一种文化状态；文
化建设作为社会活动方式的特征，推动和制约着社会建设的进程。衡
量社会建设的成就，最终要看社会建设成果有多少可以转化为文化存
在。文化建设的成就，标志着社会建设的水平和特色。
恰如斯特斯·林赛所言，“一个国家能否繁荣，文化是一个重大的

决定因素，因为文化影响到个人对风险、报偿和机会的看法”；“在人类
进步的过程中，文化价值观确实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影响到人们对进步
的想法”。３对此，马克斯·韦伯亦做出深刻阐述：“不是思想，而是利益

·２·



（物质的和思想的）直接支配人的行为。但是，观念创造出的‘世界图
像’，时常像扳道夫一样决定着由利益驱动的行为的发展方向。”４这些
先贤名言告诉我们，文化发展是助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４．转引自：苏国勋．１９８８．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Ｍ］．上海人民出版社：８４．
５．马克思、恩格斯．２００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Ｍ］．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
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８．

文化变迁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
具体表现在：第一，文化观点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前导。由于文化是社
会的粘合剂和扩大延续的中介，文化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人们联系
的程度和方式。文化观念的基础是真、善、美、圣等价值认识，是关于行
为的超前反映。马克思说：“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
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５文
化观念不仅反映现存的社会关系，而且反映变革现存世界的要求。物
质的变革必须是实际的、具体的，因而需要相对稳定的演变过程，而观
念的变革则不受时空条件限制，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们的思想之中。
人总是先思考而后行动，按照一定的目的和理想行动。因此，文化观念
变革往往是社会发展的前奏，剧烈的思想变革扫清了人们认识和接受
新事物的障碍和偏见，使人们能够正确地认识历史的进程，把握时代变
革的脉搏，积极大胆地行动起来，去追赶历史潮流。传统社会的黏合剂
开始松动，社会便不可避免地改变自身。
第二，文化观念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社会发展需要文

化观念提供目标和理想。社会理想包括政治理想、经济理想，也包括文
化理想，如人格、哲学、宗教、艺术等。文化理想是一种高级的人格、价
值和生活境界追求，是个人和群体的精神升华。文化理想对现实往往
持批判态度，是人们不满于现状的精神表现。受文化理想鼓舞和激励
的人，把社会视为实现其理想的条件。为创造条件，他们会积极进取，
改造社会，从而主动地促进社会发展。
第三，文化建设为社会建设确立评价标准。文化是社会行为的成

果。衡量社会发展水平，要看社会创造的财富、拥有的生产力、社会制
度、人的素质、科学艺术文化的成就等。从广义上说，这一切都是文化。
社会能否不断发展，关键在于能否不断增加、积累文化成果和提高文化
水平。社会的发展进步投射到文化观念上，表现为文化观念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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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文化与社会的共生关系，相应的社会需要相应的文化观念。如天
人关系，在农业社会表现为天高人低，人屈从于盲目的自然力；在工业
社会则表现为天人相争，人类发展要征服自然；在后工业社会，或者说
信息社会，则表现为天人相合，人类意识到应该与大自然协调相处。所
以，社会发展程度不同，所达到的文化观念水平也不同，文化观念实际
上是社会发展程度的主观反映。

进入２１世纪，人类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凸显了文化建设对社会建
设的关键作用。信息活动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可传播性，二是可理
解性。信息传播的主体是人，对象也是人，信息之所以可以在人际间传
播，是因为传播的内容可以被其他人理解。信息活动是直接产生认识
与理解的精神文化活动。所以，信息活动本身不同于经济、政治、社会、

生态活动，它直接体现为文化活动。信息活动的本质就是精神文化活
动。进入信息社会，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亨廷顿认为，

进入２１世纪，文化的冲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冲突是未来世界
冲突的根源。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和国际格局，文明间的断裂
带（如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将成为未来的战线。６

６．塞缪尔·亨廷顿．２０１３．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Ｍ］．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社会问题，归根到底是文化问题。文化是分化个人的隔离层，也是
凝聚社会的黏合剂。现代人的焦虑、困惑与冲突，是现代文化发展中出
现了重大转折的结果。传统的文化链条断裂了，黏合剂松动了，隔离层
加深了，这才引起了社会的喧哗和骚动，加剧了社会张力。因而，当代
社会发展的主题是如何协调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的深层关系。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
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

改革开放４０年形成的丰硕成果就是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相互促进、交
相辉映的结果。现阶段，我国在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等领域遇到的各
种新问题，也亟需发挥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开掘经济、社会发展的
文化精神动力。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道路可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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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为三个阶段：

１．文化反省与社会发展的矛盾抉择（１９７８－１９８９年）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形
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文化建设上，随着“文化
大革命”的结束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的文化形
态也逐渐转型。极“左”思潮所提倡的革命主义、英雄主义等神圣价值
观念逐渐走下神坛，重新恢复自由的大众开始释放内心的压抑，抚慰受
挫的心灵。在国家建设现代化的口号下，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展开。
但是，这一阶段，由于受到文化惯习和体制延续的影响，改革开放

的文化价值观念建设仍然受到过去极“左”年代价值观的挑战，具体表
现在：第一，忽视个人，绝对推崇集体利益和群体价值观。第二，忽视现
实，极度推行浪漫主义价值观。第三，忽略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西方
文化的批判性吸收，过度强调新价值观。可以说，“我们是在一种传统
文化被冲得七零八落，外来文化被完全拒斥，创造出的大多是反文化的
状态下步入市场经济社会的”。７纠正文化价值观念的偏颇，实现文化
价值观念的更新，是这一阶段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

７．邴正．２０１１．当代文化矛盾与哲学话语系统的转变［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１３－２０．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一步步发展在消解极“左”思潮影响的同时，
也使人们走入新的迷茫。市场威力带来的赤裸裸的金钱、利益甚至腐
败，让大众感到彷徨和被愚弄。换言之，这个阶段既是文化的反思和批
判时期，也是整个社会的迷茫和彷徨时期。这集中体现在是拥抱市场
经济还是排斥市场经济的选择上。例如，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城市的
“无证摊贩”、“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民间市场和“黑市”现象越
来越广泛，这无疑显示了人们自主谋生、自主创业的文化精神的萌动。
但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深蒂固和极“左”政治思潮的延续，人们自
主谋生的意愿和自主创业的冲动，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１９７８年，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温州召开了全国性的“新生资产阶级
分子问题讨论会”。１９８１年全国进行“严打”，温州因其个体经营活动
多而被列入重点“严打”地区之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一些地方政府
部门还在极“左”政策的压力下，试图通过“禁、堵、赶”的方式，取缔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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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镇自发形成的“马路市场”。

２．市场经济改革背景下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探索（１９８９－２０１２年）

１９９２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
立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目标的引领下，我们以务实主义的理念探索
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的道路。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解放
思想；发展是硬道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三个有利于”。我
们采取的是务实主义路线。一是一切向前看，不纠缠历史旧帐；二是不
争论，不纠缠姓“社”姓“资”的名分之争，一心一意搞建设；三是摸着石
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四是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实
行非均衡的发展方式。
在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上，我们“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

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此基础上，促进经济、政
治、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从贯彻和落实
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和谐的新高度，又进一步把促进经济、政治、文化
“三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表述为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
体”全面协调发展。中共十七大报告则从“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
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
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等角度全面而深刻地
阐述了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
这一阶段，围绕着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主要处理如下关键

议题：第一，协调“公平”与“效率”的理念矛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追求公平优先，力图实现普遍的平等；市场经济则追求效益最大化，追
求效率优先。两者结合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结合就有矛
盾，不是天然的吻合。市场经济不会天然推动公平，社会主义理念也不
能直接促进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文化矛盾和纠葛是必然的。
一方面，主流价值观在主导社会主义文化，另一方面，经济生产不断强
调市场经济最大化。最大化就有可能不利于公平。因此，公平和效率
之争直接体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理念分殊。如何调控和实现二
者的平衡，将是对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考验。
第二，理想主义传统与务实精神的结合问题。中华民族以往曾徘

徊在浪漫化的理想主义境界和伦理实用主义的两极对立之间。一方
面，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终极的、完满的道德境界；另一方面，由于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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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实现价值观上的道德追求，因而只能在实践中采取
普遍的伦理实用主义态度，造成当下的文化出现极端的功利主义乃至
拜金主义倾向，由此必然造成实践上的两难境地。这就要求我们在文
化建设中把理想主义与务实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三，集体主义精神与市场经济的个性张扬之间的辩证结合问题。

集体主义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又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必然要求。由于现阶段我们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

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
会成员相应兼有集体主义与个性自由的双重性质。集体主义传统有助
于在全球化时代提高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在收入差距相对扩大的情况
下有力地支撑社会的安定团结。另一方面，集体主义背景下的个性自
由有助于激发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和工作活力。

８．新华社．百年奋斗铸就历史辉煌，信心百倍推进复兴伟业［ＯＬ］．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９日电．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Ｉｄｈｄ／２０１２－１２／０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２８２４００．ｈｔｍ．

３．新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建构（２０１２－现在）

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梦”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时代发
展的主题和民族追求的目标。“中国梦”始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
神：“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
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
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
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８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是中国梦的终极目标。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中国
梦的现实追求。换句话说，中国梦不仅是一系列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
理想目标，它还涉及怎样看待精神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
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无论是中国梦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都是在
重新找回社会发展的文化理想。改革开放以来，务实精神崛起，我们创
造了经济奇迹，同时，我们也面对来自全球的和社会内部的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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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改革开放４０年，我们走出了革命政治意识形态的迷雾，告别了总
体性的计划经济模式，用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态度，发展经济、改造社
会。务实主义和功利主义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旋律，但是，务实是方式，
功利是手段，它们都不是目的。彻底的务实主义只会导向恶的功利主
义，拜金主义只会将人们变成物质的仆人和金钱的奴隶。
所以，执政者和社会管理者要在务实和功利的基础上，树立崇高的

执政理想，坚持科学的发展理念，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绝大多数人，
让不同阶层的民众共享社会改革的果实。同时，通过分配制度的改革
和对利益格局的调整，调节收入差距，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最终实现
共同富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使
中国梦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梦想。
总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更是

一个精神文化发展过程。任何国家的崛起，仅有经济发展是远远不够
的。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的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文化冲击：外
来文化冲击本土文化，现代文化冲击传统文化，功利文化冲击理想文
化，西方文化冲击民族文化，大众文化冲击精英文化。文化的开放和冲
击激发了思想的活跃，也加剧了异域文化的吸引力。我们的社会要和
谐，首先要在文化层面整合。文化层面整合，就要重建我们的价值观，
就要把中国崛起和民族精神的重建结合起来。

９．转引自：约翰·杜威．１９８６．人的问题［Ｍ］．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

三、构建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文化建设的文化理论

美国著名诗人马修·阿诺德有过一句名言：“现代人徘徊在两个世
界之间，一个世界已经死亡，另一个世界尚无力诞生。”９我们现在就处
于这个转折点，我们正在告别旧的文化，又要努力探索创造新的文化。
在改革开放４０年之际，我们要以开放兼容的精神去探索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去接纳跨世纪的文化融合，
从而找寻和培养文化自信，实现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同步。

１．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

体就是指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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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共同发展，其核心是共同发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
世界，因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当下用什么方式来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用什么方式来实现马克思所预言的全体的自由人的全
面发展，形成一个对全世界各民族、各种文明来说都能普遍适用的共同
体模式，这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实践议题。

笔者以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有契合之
处：一是文化依存论，即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子曰：“夷
狄而华夏者，则华夏之；华夏而夷狄者，则夷狄之。”１０它表明文化是可
以依存的；二是文化包容论，即“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这与西方进步文
明替代或消灭落后文明，即野蛮的传统是不一样的；三是群体价值观，
即个人要以家庭和家族为本位，个人和群体之间要互相依存。随着中
国社会的崛起，中国在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应该充分发扬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以开
放的姿态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在多元文化的碰撞和融合过程中，中华
民族的民族个性取长补短，会更加丰富多样。

１０．转引自：曾亦．２０１０．内外与夷夏———古代思想中的“中国”观念及其演变［Ｊ］．原道（第１７
辑）：１１３．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文化冲突比较尖锐的时期。由于当代信息
化、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原始策源地与优势占有者是西方文化，这就向
面向２１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挑战之
一是在资本主义文化泛滥的背景下，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方
向；挑战之二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如何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
传统；挑战之三是在全球文化高度竞争、冲突的背景下，如何追赶全球
发展的潮流，缩小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差距。这一切表明，加强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建设，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是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２．协调网络文化的多元性与统一性
目前，中国有１２．７亿移动通讯终端，有８亿以上网民，６亿左右微

信用户。从网上的活跃人群看，大体可分成以下群体：（１）“主流”（在网
上常常被反对者称为“五毛”），支持主流意识形态，充分肯定现实，支持
政府；（２）“愤青”，对内不满社会现实，对外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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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网上术语，与通常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不完全相同），常常认为
中国的一切都是错的，西方的一切都是对的，也可以称为“西化派”；（４）
“左派”（网上术语，与通常的“左派”概念不完全相同），肯定“文革”，对
改革开放持批评态度；（５）“小资”，在网上秀恩爱，晒时尚，选美食，谈健
康，赏风光，很少介入政治话题，体现出中产倾向；（６）“新人类”，创造了
大部分网络新术语，既不“主流”，也不“愤青”，比较自我，价值倾向不明
晰，主要是８０后、９０后都市青年。
透过上述网络活跃群体的言论与分歧，我们可以发现，当代中国进

入了多元文化时代，出现了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
矛盾。具体而言，网络文化的“主流”大多倾向于革命文化和改革开放
文化，不反对传统文化，有些人反对西方文化；“愤青”大多倾向于传统
文化，反对西方文化，有些人也反对革命文化和改革开放文化；“小资”
“新人类”大多支持西方文化，不反对传统文化和改革开放文化，但大多
不喜欢革命文化；“左派”坚决拥护革命文化，坚决反对西方文化和改革
开放文化。不同群体对文化的多样化选择是合理的，但彼此互相反对，
导致社会认同的断裂，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面对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矛盾，我们需要加

强主流文化的建设，为形成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社会共识和认同提供
文化价值观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的价值观，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构成了当前中
国社会主流文化的主线。我们必须以此为基础，整合多元文化，丰富发
展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作为形成社会共识与认同的基础。

３．用中华民族精神整合和引领文化多元板块互动
当代中国文化是交互融合、碰撞、冲突的矛盾体，存在古代传统文

化、现代革命文化、外来文化、新生文化四大板块。古代传统文化主要
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生活习俗、文化心理与意识形态，特别是道德
领域。现代革命文化主要影响着政治生活领域与意识形态领域。外来
文化渗透在各个领域，特别是日常生活、科技、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
新生文化则主要表现在科技文化、信息文化和大众文化之中。传统文
化与革命文化，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外来文化、新生文化之间，都存在
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应该把当代文化的多元板块之间的互动看成
一个多层次融合的过程，防止简单化、单极化的价值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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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多元板块结构是社会建设面临的现实状态。目前，我们正
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以此整合和消除当代文化的多元板块
结构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过程中，究竟以何种文化为基础来建设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人们存在争议。笔者认为，无论是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其中都有一些作为人类普遍性的因素，如人类的共
同美德、创造力与凝聚力等，在经过一段历史发展的磨合之后，不同文
化板块之间的界限是可以跨越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继承和
发扬一切优秀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
眼光，增强文化感召力。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
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
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

责任编辑：田青

从单位到社区：城市社会管理重心的转变

蔡　禾

＊本文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方向与重点研究：基于治理的视角”
（１５ＺＤＡ０４６）的资助。

１．李友梅．２００８．关于社会体制基本问题的若干思考［Ｊ］．探索与争鸣（８）：４－７．

　　社会管理体制的内涵丰富复杂，难以给出一个全面和精准的定义，
但是，就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而言，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个社会如何
通过公共产品的配置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解决由需求满足差
异导致的社会问题和建立社会秩序的制度安排。正如李友梅所指出
的，当下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转型就是要“尊重现代化背景下政治、经
济和社会相对分离的要求，把公平正义作为社会建设的目标诉求，把社
会主体对公共产品配置的参与和协商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运行逻辑，
并努力以此为参照来重组社会生活，建设新的社会体制”。１

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管理重心从单位

向社区转移。梳理重心转移的过程，发现这个过程的特征，思考其面临
的问题，对于深化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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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心转变的历程

在中国，单位的基本含义是指一个人就业和获取劳动收入的机构。

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还是众多公共产品的配置机构。加上职业的非
流动性，个体与单位之间形成高度的“依附—庇护”关系。这种“依附—

庇护”关系使单位成为人们表达利益诉求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渠道，也成
为国家实现政治动员和实现社会管理的渠道，成为城市社会管理的重
心。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从“政企分离”开始的，即逐步将企业承担
的公共产品配置和其他非经济职能剥离出去，使之成为独立的经济主
体。国有企业剥离出去的职能需要有新的组织载体和体制来承接，社
区成为实现重心转变的最主要功能单位。重心转变的过程大致可以用
三个关键词来表示：“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社区治理”，这不是一个后
者取代前者的过程，而是一个功能拓展的过程。

２．李友梅．２００８．关于社会体制基本问题的若干思考［Ｊ］．探索与争鸣（８）：４－７．

（一）社区服务
１９８７年初，民政部首次明确提出“社区服务”的概念。同年９月，

民政部召开“全国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标志着重心转移从发展社区
服务进入社区服务的起步阶段。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２０世纪末，发展
社区服务的主要目标是承接从企业剥离出来的社会职能，服务内容基
本上是面向老年人、残疾人、优抚对象、失业人群等社会弱势群体，以
及面向社区居民的便民、利民生活服务。这一点集中体现在２０００年

１１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简称“两办”，下同）转发的民政
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提出的社区服务“四个面
向”上，２即面向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社会贫困户、优抚对象开展社会
救助和福利服务；面向社区居民开展便民、利民服务；面向社区单位开
展社会化服务；面向下岗职工开展再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

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
标，“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管理理念被提出来，许多政府职能也开始
向社会转移。２００６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
的意见》，提出要“大力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使政府公共服务覆盖到
社区”。社区服务的内涵被大大扩展，内容覆盖了就业、社会保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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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卫生和计划生育、文化、教育、体育、流动人口管理、安全等。由此，
中国城市社区服务进入一个发展的快车道。

（二）社区建设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数以
千万的职工下岗。另一方面，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又使上亿农民进城
务工。急剧的社会分化，快速的人口流动，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问题和
社会矛盾使传统上“单位为主，社区为辅”的体制无法应对发展的要求，
客观上需要新的社会管理体制。２０００年，民政部发布《关于在全国推进
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社区建设除了开展社区服务、发展社区卫生、繁
荣社区文化、美化社区环境、加强社区治安这些基本内容之外，还提出了
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建设和建立社区工作者队伍的
组织机制建设目标，社区进入一个全面的机制建设的发展阶段，社区的
地位不只是被动地承接职能转移和提供社会服务，也是创新社会管理体
制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０９年，《民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工
作的意见》中首次明确了“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会管理的重心在社
区”的体制地位，社区由“单位制”下“拾遗补漏”的角色转变为城市社会
管理体制中相对独立和具备相对完整功能的基层管理单元。

（三）社区治理
２１世纪以来，中国进入一个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
整和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重要时期。如何调整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纠
纷，解决社会问题，重建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整合，成为社会体制建设的
关键。社区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地位被提了出来。２００９年出台
的《民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在提出建设“管
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
提出了“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网格化管理”，“引导社区居民以理性合理
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治理”的目标，十九大报告则进

一步提出要把社会治理的重心向基层下移，“社区治理”成为重心转移
的主题词。“社区治理”的提出一方面意味着社区建设需要通过政府和
多元行动主体之间的合作来实现，另一方面意味着要把社会利益诉求、
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秩序维护、公共安全建立等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心向
社区下沉。如果比较一下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社会建设”和十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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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关于“社区治理”的表述就不难发现，十八大报告在“在改善民生
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目标下突出的是“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
为重点”，“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十九大报告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目标下突出的是“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
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加快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建设……加快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总之，城市社会管理重心从单位向社区的转移经历了一个以“社区

服务”“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为主题词的三个时期，这是一个功能不断
拓展的过程。经由这个过程，社区实质上已经获得城市社会管理科层
体系中的正式体制性地位。

二、重心转移历程的特征

从社会的意义来理解，社区是指一个地域性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从
政府管理的意义来理解，社区是指以居民委员会辖区为边界的行政区
域。从单位到社区的社会管理体制转变过程体现了以下特征。

（一）社区行动主体的多元化与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化并存
社区本身不是一个行动主体，而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形成和社会管

理的实施都需要通过组织化的行动主体和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来实

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居委会是政府之外唯一拥有社区权力和
履行社区管理责任的组织行动者。伴随着社区在社会管理中地位的加
强，居委会获得更大的赋权。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６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相比于１９５４年《条例》规定的
居民委员会的“办理有关居民的公共福利事项”“向当地人民委员会或
者它的派出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动员居民响应政府号召并遵
守法律”“领导群众性的治安保卫工作””调解居民间的纠纷”五大任务，
增加了“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
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和“协助人民政府和它的派出机构做好与居
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
同时，一个由社区居委会及其下属的委员会、居民小组、楼长、院长、门
长、栋长等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社区居委会组织体系开始建立，社区
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经费、人员报酬，以及服务设施和社区信息化建设等
项目经费被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社区居委会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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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时，社区居委会也面临不断增加的压力：一是自上而下不断增强的
代理政府管理职能的压力；二是自下而上不断增强的居民利益诉求和
自治主张。居委会如果单靠自身的力量，无论是在人力、财力、物力、专
业能力等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充分履行不断增加的社区责任，吸纳更多
的行动主体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是社区发展的必然。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政府出台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为“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和
保障；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健全社会组织，增强
服务社会功能”，把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正式纳入社会建设的重要内
容；２０１３年９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
指导意见》，明确要求要更多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同时也为社
会组织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
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推动和扶持、社会支持、居民自主等多种力量作

用下，各种社区行动主体得到培育和发展。基于物业关系组织起来的
业主委员会，基于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共同兴趣和志向在社区备案的
社区社会组织，基于公共利益在政府部门登记的法人社会组织都活跃
在社区。同时，小区物业管理公司等市场主体和驻社区企事业单位也
参与到社区治理中，社区行动主体多元化的局面初步形成。在这一发
展过程中，过去被政府垄断的社会管理权力空间得到一定程度的让渡，
城市基层群众的自治空间得到拓展，社区管理的社会资源被激活，社区
服务的质量和数量不断提高，社区互动增加，所有这些都推动了社区共
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３．何艳玲、蔡禾．２００５．中国城市基层自治组织的“内卷化”及其成因［Ｊ］．中山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５）：１０４－１０９．

不过，在社区行动主体日益多元化的同时，居委会作为社区发展最
主要的行动者和社区居民最主要的自治组织却趋向行政化，突出表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当社区逐步成为城市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后，也就成
为诸多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抓手”，大量政府职能进社区造成居委会
的主要精力放在协助或代理政府开展工作；二是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工
作内容、业绩考核、职业发展、激励来源等越来越由政府主导，工作人员
的价值取向越来越行政主导；三是社区居民对居委会协助政府开展工
作和维护居民利益的双重角色认知上，优先认同的是前者。有学者将
这一过程称之为“内卷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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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当《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将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
和协助人民政府和它的派出机构做好工作作为社区居委会的法定义务

和责任时，居委会行政化色彩的增加是必然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必要
的。问题的核心在于，社区作为一个社会生活共同体，以什么形式的基
层群众自治来有效地维护社区居民的利益，其选择的路径可以是多样
的。例如，可以对城市管理体制进行更为系统的改革，在市、区、街道等
不同管理层级上建立起政府与多元社会主体的横向合作网络和功能实

现机制，从而实现管理职能分流，减少政府部门的职责向居委会的下移，
避免居委会过度行政化。也可以通过发展更加多元的基层群众自治组
织来弥补由于居委会“行政化”带来的自治不足问题，或者说分担居委会
自治职责，更有效地保障和维护社区居民的利益，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总之，选择是多样的，但需要更加科学的研讨和大胆的实践探索。

（二）“政社分开”与“党社一体”并存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不仅意味着政企分开，也

意味着政社分开，即“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
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
府都要退出”。４从单位向社区转变就是要从政府对社会生活大包大揽
的体制向政府管理主体与社会自我管理主体相对分开的转变，通过政
府与社会主体的合作来实现社会管理，而社会组织无疑是实现这一转
变不可或缺的社会主体。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不仅社会组织
不发达，为数不多的社会组织也处在政社不分的状态。因此，政社分开需
要政府从直接管理社会组织的角色向登记、监督、评估社会组织的角色
转变。

４．《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２］５２号），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３日．

从１９９４年开始，中央政府开始了社团领域的政社分开改革。１９９４
年４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部门领导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
通知；１９９８年７月，“两办”颁布关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兼任社会团
体领导职务的通知；２０１４年６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关于规范退
（离）休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兼职问题的通知；２０１５年６月，“两办”公
布《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之后国家又颁布了一系
列涉及人、财、物、政、社脱钩的具体法规。目前，除了极少数国家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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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团体外，绝大多数社团都已经完成与政府脱钩的工作。
随着社团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主动开始了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领域的改革探索。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广州市民政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
化社会组织登记改革助推社会组织发展的通知》，规定除依据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需前置行政审批外，行业协会、异地商会，以及公益服务类、社
会服务类、经济类、科技类、体育类、文化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向民政部
门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这个“婆婆”。２０１２年４月，广东省发
布了《关于广东省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规定
除特别规定和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全部改为业务
指导单位，所有社会组织都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２０１６年，“两
办”印发了《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
意见》，明确提出：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
类社会组织取消业务主管单位，实行直接登记。虽然中央和地方在社
会组织登记管理上的改革进度并不完全一致，但对社会组织“双重管
理”体制的改革已经在国家层面启动，“政社分开”作为社会体制转型的
重要内容正在得到实施和深化。

“政社分开”给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带来极大的活力，一个包括社
区居委会、物业委员会、驻区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共同
治理的社区治理局面正在出现。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活跃在社区中
的不同行动主体，其组织目标、利益诉求、资源来源、行动策略是存在差
别的。差别本身本不是问题，因为它有助于更加多渠道和专业化地满
足社区居民的需求，但是，如果这些行动主体不能整合成一个相互联
系、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的整体，社区服务就会缺乏效能，社区建设就会
各自为政。为了协调社区行动者关系，整合不同力量，实现社区治理的
共建、共治、共享，需要有一种具备贯穿和统领各种行动主体的力量。
在中国，纵向能够沟通上下，横向能够贯穿多元行动主体和协调统领全
局，唯有中国共产党具备这种组织能力和体制合法性。通过社区党建，
促成“党社一体”成为社区制度创新的方向。
早在２０００年６月，胡锦涛同志在天津视察时就指出，“这些年，我

们把抓基层党建的重点一直放在农村和国有企业，现在根据形式的发
展变化，要继续抓好农村和国有企业的同时，切实把城市社区党建提到
重要位置上来”。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要高度重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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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党的建设，以服务群众为重点，构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社
区党建就是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社区居委会（居民区）党支部为基础、

社区党员为主体、社区内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基层党组织共同参
与的区域性党建”。５加强社区党建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本性

质决定的，是新时期密切党与基层群众的联系和夯实党在城市基层社
会的政治基础，是保障社区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必然要求，也是社区
发展的客观要求。

党的建设和领导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原则，社区党建在创新实
践中正表现出“党社一体”的趋势。“党社一体”首先是指通过党建来创
新社区组织体系建设，促进社区内多元行动主体形成一体化的行动能
力，党既是促进一体化的领导力量，也是一体化构成中的一分子。其次
是指党通过“两新组织”党建，尤其是在社会组织中的党建，使党组织成
为社会组织组织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８日，民政部专
门颁布了《民政部关于在社会组织章程增加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有关内容的通知》，要求社会组织必须把“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
织，开展党的活动，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列入社会组织章程，

并在组织建设中加以贯彻，为党组织在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地
位奠定法律基础。第三，将在职党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从工作单位延
伸到社区，“工作在单位，活动在社区，奉献双岗位”的在职党员“双报
到，双服务”制度成为中国一些城市创新社区党建的重要内容，力求党
员与社区融为一体。例如，北京市已经有６９１　１８０名党员在居住地报
到。６总之，国家在通过“政社分开”来建设现代国家的政府治理结构的
同时，面对社会不断发育、社区主体多元化、基层群众自治空间不断拓
展的状况，试图通过“党社一体”为国家的在场提供保障，显示出政（府）

退一步，（政）党进一步的特色。

５．《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
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的通知》，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４日。

６．人民网：北京６９１１８０名在职党员已回居住地报到，党员社区报到率超９成［ＲＢ／ＯＬ］．ｈｔｔｐ：

∥ｂｊ．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２０１８／０４２８／ｃ８２８４０－３１５２０４５４．ｈｔｍｌ．

（三）超越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探索政社合作的新型关系
从社区是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立场出发，侧重的是居民的自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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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治空间。从社区是社会管理单元的立场出发，侧重的是党和政府
的领导、有效的社会管控和基层政权建设。正因为如此，社区建设引发
了学术界对社区建设究竟是“基层政权建设”还是“社会共同体建设”的
争论。７不可否认，二者之间是存在紧张关系的。但从已经展开的城市
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实践来看，一种国家与社会相互合作的新型关
系正在探索和建设中。所谓“政社合作”，是指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其
目标的实现都是通过二者之间的合作来实现的，而协商是实现这一合
作的重要机制。２０１５年７月，“两办”印发了《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
的意见》，明确规定了城市社区中协商的主体是包括基层政府及其派出
机关、村（社区）党组织在内的居民委员会、居务监督委员会、居民小组、
驻社区单位、社区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和当地户籍居
民、非户籍居民代表，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协商内容主要包括乡经济
社会发展中涉及当地居民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当地居民反
映强烈和迫切要求解决的实际困难问题和矛盾纠纷，党和政府的方针
政策、重点工作部署在城乡社区的落实，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要求协商
的事项，各类协商主体提出协商需求的事项。一些城市社区在这方面
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例如，深圳市罗湖区在社区中开展的“社区议事
会”建设，实现了社区事务的“居民点菜，政府买单，社会配餐”。

７．李友梅．２００７．社区治理：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Ｊ］．社会２７（２）：１５９－１６９．

三、重心转移的再思考

从１９８７年“社区服务”的提出到现在，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初步
实现了重心从单位向社区的转变，城市社区福利服务供给明显提高，社
区环境开始改善，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更
加多元且自治空间得到发展，一个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
参与、法制保障的社区治理格局雏形开始显现。但也产生了若干值得
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区域化管理与非区域化问题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不直接表现为国家与

个人的关系，而是通过某种组织形式作为沟通二者的机制。在计划经
济体系下，单位是沟通二者的组织机制，国家通过单位实现公共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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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和社会秩序。如果从空间的视角出发，单位是一个拥有物理边界
的区域，人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关系和利益几乎全部汇集在这里，社会
管理实际上是通过对区域化的单位管理来实现的。而城市社会管理重
心从单位向社区的转移，也意味着把社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沟通国
家与个人之间的组织机制，蕴含着将居民拥有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复
杂多元的关系和利益汇集在社区，以区域化的方式加以解决的期待。
如同单位对单位内所有的人和事承担责任一样，社区也要对所有居住
在本社区的人和发生在本社区的事承担责任。有学者将这一转变称为
从“单位国家”到“社区国家”。８但是，社区能够全面替代单位承担起这
一责任吗？

８．刘建军．２０１６．社区中国：通过社区巩固国家治理之基［Ｊ］．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６）：７３－８５．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之所以具备“单位国家”的功能，关键是因
为它几乎垄断了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全部资源和机会。而在市场经济体
制下，社区并不是一个经济单位，对于社区的主体人群（劳动力人口）来
讲，其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或资源主要不依赖社区，人们的阶层认同或利
益群体认同主要不是以社区为基础，而是以跨社区区域的经济、社会、
政治关系地位认同为基础。尽管众多社会服务社会福利的供给总会落
实到社区，各种社会矛盾也是在一定的空间区域呈现，但许多机会和资
源分配并不是由社区决定的，社区中一些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并
不在社区，所以，从根源上解决这些社会矛盾的力量也不在社区。社区
作为一个区域化的治理单元并不能充分回应和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非

区域化的社会问题。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否认社区治理的重要性，而是
要指出，单位是一个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合体，而社区只是一个有限
的社会生活空间，社区并不能充分替代计划体制下的单位角色。社区
治理的有效性需要更宏观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和更为多渠道的社

会治理机制建立。

（二）“脱域”与社区参与
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型社区是主要的社区形态，社区居民因此具

有高度的同质性。即使在那些非单位型社区，由于人口的非流动性也
导致以世代为邻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区形成。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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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人口的频繁流动和由流动带来的城市异质性增长，不仅出现了社
区间的分化，社区内居民在职业、民族、文化、收入和财富等特征上的差
异也在增加，社区居民之间缺乏单位社区或熟人社区的“自然联系”特
质。社区需要通过居民的社会互动重建社区社会网络，形成社区信任
和情感。但在现代城市社会里，社区居民的行为自发的呈现“脱域”特
征。“所谓脱域，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出
来”，“在居民个人的关系网络中，地缘性关系总量远远小于脱域性关
系；邻里关系在个人生活中已不再是主要的社会关系，并且在个人关系
总量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或者说个人主要的社
会关系已经移向地域之外，脱域的关系网络已经成为普遍的个人关系
模式”。９

社区作为一个共同体，是以居民之间的紧密互动、社会网络、情感
交流和心理认同为基础的。社区作为一个以基层群众自治为体制机制
的单元，离不开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广泛和有深度的参与。能否克
服“脱域”对社区的影响是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必须回应的问题。

９．兰亚春．２０１３．居民关系网络脱域对城市社区结构的制约［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３）：

１２２－１２８．

首先，社区人口的异质性决定了社区服务具体内容、社区建设的侧
重点和社区治理的主要问题要因社区而异，只有这样，才可能发现真实
的社区需要，从而实现社区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差异
化的居民利益诉求中发现最大公约数，形成多数居民真正关心的社区
公共议题。这是居民主动参与的基础。其次，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基层
群众性自治，在社区公共议题的形成、讨论、决策的全过程扩展居民参
与，拓展自治空间。第三，要开辟更加多样化的公共空间，包括社区服
务中心、社区微公园、社区微广场、社区网络、社区组织和驻区单位开放
的场所，同时通过形式多样的社区活动为居民提供社区互动的平台和
社区参与的机会。第四，要在社区居民中培养社区骨干，扩大志愿者队
伍，鼓励和表彰在职党员参与社区发展。

责任编辑：张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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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社会的兴起

洪大用

　　自从人类诞生之日起，人与环境的关系就具有对立与统一的两面
性。一方面，从环境中获取资源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人
类的生产与生活活动总是会产生一定的环境影响，体现为环境的消耗、
衰退乃至破坏；另一方面，过度的资源攫取和环境破坏最终也将会影响
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社
会制度背景下，基于生产生活实践中对于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认识，人类
都会以特定的方式将环境因素纳入社会建设的诸种行动之中，努力谋
求人类社会与环境相协调。在此意义上，社会建设从来就具有环境之
维，所不同的只是其历史的阶段性、差异性。这种阶段性、差异性一方
面体现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对于环境状况及其影响的认知，另一
方面则体现为环境因素纳入社会建设行动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本文
试图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建设是如何纳入环境因素并逐步迈

向一个绿色社会的。这里的绿色社会，指的是人类在认识社会与环境
相互作用关系的基础上，自觉推进社会变革以谋求社会与环境相协调
的一种社会过程和状态，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甚至是具
有弥散性、渗透性影响的重要内涵。

一、社会建设：从开发环境到保护环境

如果说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社会建设的重点，那么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建
设的首要任务就是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１９７８年，中国人均ＧＤＰ
只有３８５元，世界排名非常靠后。按照现行贫困标准回溯，当时９７．５％的
农村人口都是处在贫困状态，缺衣少食。在此情况下，如何更大规模、更快
速度、更有效率地将环境中的资源转化为商品与服务，脱贫致富，自然成了
当务之急，由此开发利用环境便是一种主要的社会行动取向。

１．王小强、白南风．１９８６．《富饶的贫困》［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出版的《富饶的贫困》１一书，在当时很有影响。该书讨论
的是西部地区为什么落后于东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摆脱贫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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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核心观点就是要提升人的素质，推动社会基础结构的变革，重新看待
环境资源以及转变资源开发的利用方式。作者指出，西部地区虽然有
着令人震惊的富饶资源，然而，人们“在干什么成什么的资源基础上，干
什么不成什么”（王小强、白南风，１９８６：４０），原因就在于“传统的社会—
经济结构和商品生产素质低下的人，无法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
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而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及人的素质的低下，又牢
牢拖住了社会基础结构步履蹒跚的腿。这就是幼稚社会系统及其贫困
恶性循环”（王小强、白南风，１９８６：９２）。作者认为，拘泥于传统农牧业
是西部地区贫困落后的渊薮，“在人类生产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上，现代
生产方式，表现为对自然资源多层次的立体开发和多次利用”（王小强、
白南风，１９８６：２１７－２１８），因此，要转变人的观念，革新生产生活方式，
按照商品经济规律开发利用环境资源以摆脱贫困。此书虽然是讨论西
部地区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讨论中国发展的。其在人与
环境资源关系上的看法，在改革开放初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的确，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等大大改变了人们对资源的开发利

用，促进了经济发展，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反贫困
和经济增长的成就是全民受益、举世瞩目的。但是，我们也观察到，随
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声音日益强过对环境资源
的简单开发和利用。在提出环境保护为基本国策（１９８３年）和可持续
发展战略（１９９５）的基础上，２００５年３月，中共中央在人口资源环境工
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当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共十六
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

２００７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２０１２年召开的中共
十八大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
路，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
静、和谐、美丽。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２０１７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则明确将污染防治作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期间要坚决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重要论述，非常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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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深刻地阐述了社会建设进程中有关环境保护的内涵。例如，“生态
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
明衰”，“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２等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
导下，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注
重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
行，开展了一系列体现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的工作，使生态环境治理
走上了标本兼治的快速路，正在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
由此，环境因素在新的意义上被结合进社会建设进程中，并推动着社会
自身的深刻转变。

２．邢宇皓．生态兴则文明兴———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述评［Ｊ／ＯＬ］．２０１７－０６－１９．求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ｑｓｔｈｅｏｒｙ．ｃｎ／ｚｏ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０６／１９／ｃ＿

１１２１１６７５６７．ｈｔｍ．
３．董峻、王立彬、高敬、安蓓．开创生态文明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纪实［Ｎ］．经济日报，２０１７－８－３（１）．

二、推动社会转变的主要内生动力

如果说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起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际环保浪

潮的影响，那么，我们今天持续深入地推进环境保护，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更多地则是回应国内发展需要的自觉努力。尤其是相对于世界上
最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种种倒退和由此掀起的国际性的环保逆

流，我国社会的绿化事业更是凸显了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并非是随波逐
流，受制于外力。有人要问，推动我国社会绿色转变的内生动力是什
么？其实它涉及了全方位、多层次、多类型的力量。概而言之，至少有
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发展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环境质量面临严重威胁。在数

十年的传统型高速增长之后，我们对生态环境的欠账已经太多，成为明
显的短板。２０１２年，我国经济总量约占全球１１．５％，却消耗了全球

２１．３％的能源、４５％的钢、４３％的铜、５４％的水泥，排放的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总量居世界第一。３１９８５年我国废水排放量３４１．５４２亿吨，此后
一路攀升，到２０１６年达到７１１．０９５　４亿吨。在二氧化硫排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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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是１　３２５万吨，后来持续攀升到２００６年２　５８８．８万吨的峰值，
之后才逐步下降，到２０１６年仍有１　１０２．８６４　３万吨（参见图１）。

４．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２０１７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ｈｂ．

ｇｏｖ．ｃｎ／ｈｊｚｌ／ｚｇｈｊｚｋｇｂ／ｌｎｚｇｈｊｚｋｇｂ，２０１８－０５－２２．

图１：全国废水和废气（二氧化硫）排放趋势图

　　数据来源：废水数据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６－１９９０》，１９９０
－１９９４年来源于《中国环境状况公报１９９０－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来源于《全国环境统计
公报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缺失，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来源于《中国环境状况公报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２０１５年来源于《全国环境统计公报１９９９－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来源于“国家统计
局”网站，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ｃｎ＝Ｃ０１，其中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
数据不含乡镇工业。二氧化硫数据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６－
１９９０》，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来源于《中国环境状况公报１９９０－１９９４》，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来源
于《全国环境统计公报１９９５－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
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ｃｎ＝Ｃ０１，其中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不含乡镇工业，
１９９６年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按照生态环境部发布的２０１７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４全国

３３８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只有９９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全部
城市数的２９．３％；另外２３９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７０．７％。在
全国１１２个重要湖泊（水库）中，Ⅰ类水质的湖泊（水库）６个，占５．４％；

Ⅱ类２７个，占２４．１％；Ⅲ类３７个，占３３．０％；Ⅳ类２２个，占１９．６％；Ⅴ
类８个，占７．１％；劣Ⅴ类１２个，占１　０．７％。在地下水水质监测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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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为优良级、良好级、较好级、较差级和极差级的监测点分别占８．８％、

２３．１％、１．５％、５１．８％和１４．８％。事实上，不仅是空气污染、水污染依
然严峻，而且固废、土壤等其他形式的污染还非常严重；岂止只是环境
污染严重，而且生态破坏也令人堪忧，在全国２　５９１个县域中，生态环
境质量为“优”和“良”的县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４２．０％，“一般”的县
域占２４．５％，“较差”和“差”的县域占３３．５％；更有甚者，不仅是环境质
量衰退，而且由于环境质量衰退而导致的食品药品安全和生命健康威
胁也日益严峻。这些是我们开始立誓重构“绿色社会”的基本背景和重
要动力。
二是人民需求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建设的一个最为

突出的成就是实质性地提升了全体人民生活水平，基本满足了人民的
物质需求，解决了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
准，农村贫困人口占比已经从１９７８年的９７．５％下降到２０１７年的

３．１％，而且在全国城乡建立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制度上给予
全体人民基本生活需求保障。２０１７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
达到２５　９７４元。从恩格尔系数看，１９７８年城镇和农村居民分别是

５７．５％、６７．７％，到２０１７年整体水平已经降到２９．３％，达到联合国划
分的富足标准。更重要的是，居民资产积累增多，抵御风险能力增强。
比如说，居民住户存款总额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１１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７年的

６２．６万亿元。在此基础上，人民需求更为广泛多样，需求层次也在不
断提高，更加强调安全、舒适和可持续。吃上放心的食物，喝上干净的
水，呼吸清洁的空气，享受舒适的环境，过上可持续的生活，成为日渐扩
大的基本需求。由此，公众对于环境质量也日益关注，环境议题已经成
为公众和媒体非常熟悉的重要议题之一。笔者在１９９５年曾经参与组
织全民环境意识调查，调查数据表明有２３．６％的被访者认为自己“不
知道”何为环境保护的概念；１６．５％的人认为自己的环保知识“非常
少”；６６．９％的人认为“较少”；１６．１％的人认为“较多”；只有０．５％的人
认为自己有“很多”的环保知识。与此同时，大部分城乡居民对有关环
境保护的政策法规缺乏了解。认为自己“了解”和“了解一些”的人只占

３１．８％，认为“很了解”的人仅占其中的０．５％；认为自己“只是听说过”
的人占到了４２％；根本没有听说过有关环保政策法规的人占到

２６．２％。与此相比，笔者参与设计的２０１０年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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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表明，７０％的受访者已经意识到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非常严重”和
“比较严重”。６５．７％的受访者表示对环境问题“非常关心”和“比较关
心”，表示“完全不关心”的只占３．１％。５

５．洪大用．２０１４．公众环境意识的成长与局限［Ｊ］．绿叶（４）：４－１４．
６．张萍、杨祖婵．２０１５．近十年来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简析［Ｊ］．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１５（２）：５３－６１．

三是因为环境损害（风险）而引发的社会紧张与冲突日渐明显。缓
和社会关系，化解社会冲突，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涵。在社会转型期，
劳动纠纷、征地拆迁、社会保障等曾经是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
因。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环境权益意识觉醒，实际的环境损害，以
及可能发生环境问题的潜在风险也已然成为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重

要原因，推动社会的绿色转变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内在需要。从国家
公布的数据看，一段时间内，因环境污染上访的人次和批次都呈现增加
趋势。１９８７年，因环境污染上访有７７　６７３人次，２０００年则已达到

１３９　４２４人次。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找不到统计数据，到 ２０１５ 年仍有

１０４　３２３人次（参见图２）。有些上访是人数较多的成批上访，１９９６年
上访是４７　７１４批次，２００５年达到８８　２３７批次。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找不到
数据，２０１５年仍有４８　０１０批次。这其中，可能有统计口径变化的原因，
实际的上访批次也许不止如此。
新世纪以来，一些因重大的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

动辄成千上万，影响广泛，引人注目。比如说，２００７年福建厦门ＰＸ事
件；２００９年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陕西凤翔“血铅”事件、广东番禹垃圾
焚烧发电厂建设事件；２０１１年辽宁大连ＰＸ事件；２０１２年天津ＰＣ项目
事件、江苏启东日本王子纸业集团事件、四川什邡宏达钼铜有限公司事
件，等等。这些项目有些在环评阶段就引发了抗议冲突，如江苏启东事
件，有些是在项目建设期间引发了冲突，也有些项目是在建成运营之后
引发的冲突，包括大连ＰＸ事件等。有研究表明，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１２年
这十年间，经媒体披露的较大规模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有２３０宗，在数量
上呈明显逐年上升态势，２０１１年一年就达到５８起。６这种情形也可以从
环保部门负责人的言论中得到证实，并与其他形式冲突的下降形成对
照。据报道，前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曾经指出：“在中国信访总量、集
体上访量、非正常上访量、群体性事件发生量实现下降的情况下，环境

·７２·

“转型与发展：中国社会建设四十年”笔谈



图２：全国因污染来访人次

　　数据来源：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６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８－１９９７》。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数据来源于《全国环境统计公报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全国环境

统计公报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信访和群体事件却以每年３０％以上的速度上升”。７

７．搜狐新闻．中国崛起需跨“环保门”，环保群体事件代价沉重［Ｊ／ＯＬ］．２００９－０８－２８．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０９０８２８／ｎ２６６２９５２０３．ｓｈｔｍｌ．

四是党和政府工作重心调整与主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是我国的根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不断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调
整工作方向和工作重点。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
普遍贫困的社会状况，加快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加大对资源环境
的开发利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种具有现实性的优先选择。
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依然关心环境保护，在促进经济发展的
同时不断强化环境保护的队伍建设、机构建设和制度建设，使环境保护
的力量得到不断增强（参见图３）。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分析社会主要矛

盾的变化趋势，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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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环保系统人员和机构发展趋势图

　　数据来源：环保系统人员数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６－１９９５》，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来源于《全国环境统计公报１９９５－２０１５》。环保系统机构数１９９５年来

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６》，１９９６－２０１５年来源于《全国环境统计年鉴１９９６－２０１５》。

８．习近平．２０１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１．

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
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
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
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８

正是基于对社会经济发展整体形势的判断和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的认识，党和政府从人民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更进一步强调了要
实现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精心布局环境保护攻
坚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
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２０１５年以来，中国生
态文明制度建设明显地进入了快速的、实质性的推进阶段。继２０１５年

１月开始正式实施“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之后，《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意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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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
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
案》、《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等等一系列重要文件
相继出台，生态文明建设也纳入了“十三五”规划。特别是，基于《环境
保护督察方案（试行）》而建立的环保督察机制已经实现第一轮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全覆盖。按照生态环境部发布的２０１７年《中国生态环境状
况公报》数据，督察进驻期间共问责党政领导干部１．８万多人，受理群
众环境举报１３．５万件，直接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８万多个。
仅在２０１７年，环境保护督政工作就约谈３０个市（县、区）、部门和单位，
全国实施行政处罚案件２３．３万件，罚款金额１１５．８亿元，比新环保法
实施前的２０１４年增长２６５％。事实上，日趋严格细密的制度设计和制
度执行，将环境保护的压力从中央传导到地方，从政府传导到企业，从
国家传导到个人，党和政府掀起的督政督企、传导压力的绿色风暴，正
在开辟复合型环境治理的中国道路。９对始终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党
和政府而言，这种主动调整和作为具有内在的必然性。

９．洪大用．２０１６．复合型环境治理的中国道路［Ｊ］．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３）：６７－７３．
１０．新浪网．十三五环保产业年增速或超２０％，总投资达１７万亿［Ｊ／ＯＬ］．２０１５－１１－０２．ｈｔｔｐ：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５１１０２／２２２７２３６５５４７７．ｓｈｔｍｌ．

五是企业在环境衰退、人民消费偏好变化和政府的管制与治理投
入中发现了新的盈利机会，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绿色行为倾向，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等加速发展，在满足社会新需要的同时也推
动着社会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保护投入逐渐增加，１９９９年
占ＧＤＰ的比例首次超过１％，“十二五”期间占到了３．５％，直接推动了
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２０００年环保产业年产值１　０８０亿元，到２０１０年
已经达到了１１　０００亿元。１０

除了环保产业之外，在其他各类企业中，以开发矿产资源为主、为
社会提供矿产品以及初级产品的资源型企业具有重要地位，但同时也
在生产过程中具有严重的环境影响。２０１３年我国资源型企业工业固
废产生量、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分别占到工业排放总量
的９７．１％、７７．７％、和９２．４％。但是，近期有研究表明，资源型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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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行为表现也已日益明显，虽然还有一些方面的不足。例如，调查中

８４．５％的资源型企业将环境保护纳入了企业目标体系，注重企业环保
形象的有８０．４％，定期开展员工环境意识和环境管理技能培训的有

７０．３％，员工能积极参加企业环境管理实践活动的有６９．４％，在生产
设计时考虑了节能降耗和循环利用等问题的有８３．５％，选择生产材料
时优先考虑可再生易回收材料的有７７．６％，在生产过程中建立了物
料、废物循环系统的有７９．４％，采用环境友好生产工艺有８０．８％。１１这
些迹象表明，企业基于逐利理性的绿化行为也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转
变的内生动力。

三、绿色社会建设的成效与未来

绿色社会建设的成效是多方面的，环境影响是其中一个主要方面。
基于环境保护的角度，生态环境部负责人用了五个“前所未有”来形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旨在改善环境质量的深刻社会变化：思想认识程度之
深前所未有、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制度出台频度之密前所未
有、监管执法尺度之严前所未有、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１２

１１．谢雄标、吴越、冯忠垒、郝祖涛．２０１５．中国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调查研究［Ｊ］．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２５（６）：５－１１．
１２．新华网．中央环保督察威力大：２０１６年到２０１７年两年内完成了对全国３１省份的全覆盖
［Ｊ／ＯＬ］．２０１７－１１－０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７－１１／０７／ｃ＿１１２１９１６５３６．ｈｔｍ．
１３．新华网．中央环保督察威力大：２０１６年到２０１７年两年内完成了对全国３１省份的全覆盖
［Ｊ／ＯＬ］．２０１７－１１－０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７－１１／０７／ｃ＿１１２１９１６５３６．ｈｔｍ；中华
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２０１７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５－２２．ｈｔｔｐ：∥
ｗｗｗ．ｚｈｂ．ｇｏｖ．ｃｎ／ｈｊｚｌ／ｚｇｈｊｚｋｇｂ／ｌｎｚｇｈｊｚｋｇｂ／．

的确，相关数据资料表明党的十八大之后的五年里，环境保护和生
态文明建设确实取得了阶段性的突出成效。例如，我国森林覆盖率持
续提高，从２０１２年的２１．３８％上升至２０１６年的２２．３％；全国３３８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１０）平均浓度比２０１３年下降２２．７％；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细颗粒物（ＰＭ２．５）平均浓度比２０１３年分
别下降３９．６％、３４．３％、２７．７％；“水十条”实施以来，全国地表水Ⅰ～
Ⅲ类断面比例从６％提升至６７．８％，劣Ⅴ类断面比例从９．７％下降至

８．６％。１３２０１７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是这样作出总结的：“全国
大气和水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土壤环境风险有所遏制，生态系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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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稳定，核与辐射安全有效保障，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生态环境质量
的积极变化。”
从节能减排方面看，２００８年之后中国ＧＤＰ的增速明显快于能源

消耗总量的增速。再往前回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万元ＧＤＰ的能
源消耗量持续下降（参见图４）。笔者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测
算，到２０１６年已降至０．５８８吨标准煤。在“十二五”规划实施期间，我
国碳强度累计下降了２０％，超额完成了“十二五”规划的确定１７％的目
标任务。１４前文图１也显示，在二氧化硫排放方面，２００６年达到峰值后
有着持续、加速下降的趋势。

１４．中国政府网．新闻办介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２０１６年度报告有关情况［ＥＢ／

ＯＬ］．２０１６－１１－０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６－１１／０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２７０７９．ｈｔｍ．

图４：１９５２年－２０１４年中国万元ＧＤＰ能源消耗以及万元ＧＤＰ煤炭消耗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ｚｔｊｃ／ｚｔｓｊ／２０１５０２／

Ｐ０２０１５０２１２３０８２６６５１４５６１．ｐｄｆ

　　如果说绿色社会建设确实产生了一些显著的环境改善效果，那么
我们仍然应该对此持有以下两个基本态度：一是要充分认识到绿色社
会建设方向的正确性，风雨无阻、坚定不移地推动社会的绿色转变，继
续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二是要保持科学冷静，要有不断的反
思精神，充分认识到目前环境改善效果的突击性、阶段性、局部性，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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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绿色社会建设的局部性、过程性、阶段性和复杂性。如果没有全
面深入持续的绿色社会建设，目前环境改善的效果就是不可持续的，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是难以企及或者难以有效保持的。
为什么这么说？建设绿色社会无疑是形势所逼、规律所在、民生所

需，但这是一个艰难的长期过程。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
由：第一，相对于环境系统自身的演变而言，人类的干预和影响仍然是
有限的。一些环境问题很复杂，既有人为原因，也有自然原因，还有人
与自然交互作用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努力治理空气污染，但是仍然难
以深刻影响气候变化和地球环境系统长周期的复杂的演变规律，而这
些往往是加剧空气污染或者抑制空气污染治理效果的重要因素。可以
说，我们目前对地球乃至宇宙系统运行演变规律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的，
我们很难陶醉于自己对自然的“胜利”，需要更自觉地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第二，相对于可视性强、具有流动性的和
有明确污染致因的空气污染、水污染等而言，一些可视性不强、易固化
而又致因复杂的污染往往容易被忽视，由于其不断的累积性、极端的复
杂性和滞后的社会影响等，这类污染也更难治理，比如说土壤污染、基
因污染、生物多样性损失等等。事实上，这类污染可能对人的健康和社
会持续具有更深层次、更为全面的威胁，而我们目前在这些方面的应对
还很薄弱。第三，在社会转变方面，目前的工作重点是转变行政体系、
行政行为和调整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等，这是非常艰难的工
作，尤其是持续转变是需要考虑其所面临的客观挑战的。但是，相对于
此，调整生活方式、引导大众行为、凝聚全社会的共识，才是更为艰难、
更不易迅速取得成效的事情，我们目前在这方面的努力还有不足，有效
措施还很有限。第四，相对于制度建设而言，制度的执行是更为复杂、
更为艰难的，尤其是制度内化为社会成员自觉的行为习惯，是一个长期
的、复杂的过程，其中甚至还会有扭曲、冲突与反复，这是我们需要特别
关注的，也是可以充分汲取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智慧的重要方
面。我们需要更多关注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绿化，以日常生活实践为
中心，以绿化生活为目标，更加细致地再造日常生活基础设施、重构日
常生活机会与空间、设置方便有效的日常生活引导，以推动深层次的、
本质性的绿色社会建设。否则，社会表面的变革将会因为深层的原因
而延滞、失灵甚至颠覆。第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虽然发生变化，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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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
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发展与环境的矛盾
仍然具有长期性，我们仍然需要平衡发展与环保，在推动环境保护中实
现更高质量的发展。特别是，考虑到我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城乡之间、
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发展差距比较大，社会价值多样化，所以绿色社
会建设过程中也将面临比较突出的环境公平问题。正视并妥善处理好
环境公平问题，将会增加绿色社会建设的内生动力；而忽视和处理不好
这个问题，将会损害绿色共识并加大绿色社会建设的内在阻力。
因此，当前中国的绿色社会建设只能说是曙光初现，其全面实现还

任重道远。真正的绿色社会，不仅需要形成广泛的具有支配性的绿色
共识、科学全面系统细密的制度安排，而且要有严谨有效常规化的制度
执行实践，开发适宜的技术手段和传播知识信息，有广泛的活跃的绿色
社会组织和绿色社会活动，有公众日常生活实践的系统性重构与再造。
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区域性的绿色社会建设也必将受到外部社会环境
的影响，需要与外部社会开展有效互动与协调。在当前的发展态势下，
最终的绿色社会必然是全球性的，需要全球社会协调一致的深刻变革，
需要全世界人民切实敬畏自然，珍爱我们身处其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责任编辑：路英浩

社会转型与社会管理观念的转变

雷　洪

　　如果说社会管理是基于一定社会结构，保障社会运转的效率和建
立社会有序性的方式和途径，那么，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就必须与社会
结构相吻合，并与社会生活、社会需求相适应。换言之，社会结构、社会
生活、社会需求的状况，决定了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因此，当社会结
构、社会生活、社会需求的状况发生变化时，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必须
也必然要发生变化。然而，社会现存或实际的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
一方面取决于人们对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需求的状况及其变化的
认识，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人们对社会管理本身的认识和理解，即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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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社会管理观念。所谓社会管理观念，是对社会管理的主体、对
象、目标、功能等的认知、理解、意识。实际上，社会管理观念并不是政
府所“专有”的，也是社会各方具有的认知、理解、意识。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年间社会结构逐步转型，社会生

活、社会需求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关注的是：转型的社会结
构、社会生活和社会需求所发生的变化如何激发、引导乃至迫使社会管
理观念发生转变。为此有必要厘清社会转型前后的社会管理观念。

一、社会管理主体观

１．郑杭生．１９９７．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Ｍ］．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６１－６２．
２．郑杭生．１９９７．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Ｍ］．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９１－９４．

　　社会管理观念的首要问题是：由谁来管理即谁是管理的主体？社
会转型前，国家与社会是合二为一的，１体现为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

单位和人民公社不仅是生产、经济的载体，也是国家、政府委托、延伸职
能的载体，而且所有人及家庭基本都生活在单位、人民公社之中，那么
由谁进行社会管理呢，显然只能是政府及委托、延伸的载体———单位、

人民公社。由此，这种政府对社会管理主体的认识可概括为“政府主体
观”：政府及委托、延伸的载体———单位和人民公社，承担了社会管理的
全部责任、职能和工作。这种观念，与当时社会结构状态以及社会管理
的实际职能是相适应、相吻合的；由于管理主体具有确定性、唯一性、责
任明确性，而且人们对政府及委托、延伸的载体———单位、人民公社的
依赖性强，因此，公众对于“政府主体观”是明确的、认可的。

社会转型之后，国家与社会分离了，２体现为单位制基本解体和人
民公社的全面解体，单位基本上只是劳动、生产、经济的载体，个体经营
者等部分城市人口没有了单位。总之，社会管理的职能开始发生分化，

行业组织、公共服务机构、社区等自治组织、社团组织等多方参与社会
管理，虽然政府依然是主导，但已然不是唯一的主体。由此政府对社会
管理主体的认识发生转变，这种认识转变可被概括为“多元主体观”：政
府主导、多方参与，社会责任分担。显然，这种观念变化与转型后的社
会结构状态及社会管理的实际职能是相适应、相吻合的。不过，由于管
理主体的多样性、不确定性、部分责任的模糊性，导致了各管理主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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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的责任、职能的选择性，公民对各管理主体的依赖也具有差异
性。所以，目前社会各方对“多元主体观”的理解、认可仍有分歧和差
异：政府方往往强调主导、领导及指挥其他主体的作用，非政府方大多
强调自主参与作用；公众则是部分和有时强调政府方的作用甚至全部
责任，部分和有时又强调非政府方的参与作用甚至否定政府的作用；经
常不认可政府是管理主体，又经常指责政府没有承担责任；既要求参与
社会管理，又不知道如何参与，等等。当前，关于社会管理主体的认知
和实践中有一种倾向需要关注，即由社区替代单位、人民公社作为政府
委托、延伸载体的倾向。

二、社会管理组织观

关于社会管理究竟应该依赖于什么组织形式或组织载体的问题。
在社会转型前，因为单位和人民公社是国家、政府委托、延伸职能的载
体，鉴于与政府有着政治、行政上广泛而深入的交集关系，故而具有了
政治、行政组织的性质，社会管理形成了单一垂直的行政组织体制。由
此社会对“组织”的普遍认识可被概括为“政治组织观”：组织就是党、国
家、政府、上级或者载体、代表。这种观念，与社会管理依赖于单一垂直
的行政组织体制是相适应、相吻合的。由于计划经济和社会管理的组
织形式、组织体制“合二为一”，且人们必须加入和依赖、事实上也不得
不加入和依赖于单位或人民公社，因而公众对于“政治组织观”也同样
是明确的、认可的。
在社会转型之后，人民公社制解体，体制外单位基本上只是劳动、

生产、经济的载体，体制内单位也剥离了大部分原来承担的社会管理职
能；社会管理主体的变化带来了社会管理组织形式、组织体制的变化，
唯一的、垂直的组织体制被打破了；许多人除身处自己劳动、职业的组
织，还加入了社区、社团等多种组织。由此人们逐渐不再认为“组织”即
是政府、上级或政治组织，对社会管理的组织形式、组织性质的认识发
生了转变，这可以被概括为“社会组织观”：组织既是实现社会管理职能
的载体，也是人们实现公民权利、实现社会生活、社会参与、社会服务和
满足社会需求的载体。这种观念的变化，与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社会
管理职能分化是相适应、相吻合的。但是，目前社会各方对“社会组织
观”的理解、认可也有差异、分歧及矛盾：政府方由于“组织”思维的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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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既认识到需要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但又希望将社会组织纳入政府
的组织体制；社会公众由于社会身份的异质性、复杂性，实际参与的组
织不同，且与各类组织的利益关联性不同，虽大多对行政性的社会组织
有非议，但又对参与社会组织显得迷茫；各类社会组织大多强调自身的
非政府性，但又迫切希望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３．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等．１９９４．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Ｊ］．中国社会科学（２）：

４７－６２．
４．郑杭生、洪大用．１９９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内涵［Ｊ］．社会学研究（１）：５８－６３；
阎志刚．１９９６．社会转型与转型中的社会问题［Ｊ］．广东社会科学（４）：８６－９２．

三、社会管理对象观

社会管理的对象是谁即管理谁？在社会转型前，单位制和人民公
社制赋予和规定了人们同质性的社会身份，即都是（国家人）单位人、人
民公社人；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简单甚至是单一的，即主要是个人与单
位、人民公社之间的关系。由此政府对社会管理对象所产生的认识可
被概括为“体制人对象观”：人人都是国家人或体制（单位、人民公社）
人，其社会身份、体制身份、政治身份、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基本是合一
的，体制身份和政治身份是主要的。这种观念，与社会结构、社会体制
状态、与社会管理职能也是相适应、相吻合的。由于绝大多数人的居所
基本固定，在体制和整个社会中基本不流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基本是
被动的，使得人们对体制身份、个人身份是清楚的、明白的，因此公众对
于“体制人对象观”也是明确的、认可的。
在社会转型之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社会身份逐渐出现

异质性，４有了体制内及体制人与体制外及非体制人的区别，而且体制人的
社会身份意义不断减弱，非体制人也越来越多；大多数人要么是在单位之
外要么是在非人民公社的乡镇社会中生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多样
性、交叉性、复杂性；同时敌我矛盾、阶级斗争消失乃至意识形态环境的变
化，基本解除了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身份的压力。由此政府对社会管理
对象的认识逐渐发生转变，其可被概括为“社会人对象观”：人人都归属于
社会和市场，人们的社会身份、政治身份、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基本是分离
的（虽然体制身份仍然有一定的意义，譬如在医疗、养老方面）。这种观念
变化，是与转型后的社会体制、经济体制相适应、相吻合的。但是，由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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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社会身份具有异质性、复杂性，而且居住、职业都是流动或不那么稳定
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基本是主动的，导致人们对社会身份、体制身份、个
人身份的认知有差异和变动。因此，目前社会各方对“社会人对象观”的理
解、认可有分歧、有差异：政府方往往更注重人们的社会身份和体制身份，
并期望管理对象是服从管理的“被动者”，公众在认识上则经常变化着个人
的归属和身份，强调个人的“主动性”和“自由性”。

５．金观涛，刘青峰．１９８０．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Ｊ］．贵州师范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３４－４９；文军、朱士群．２００１．分化与整合：加速转型期中国社会稳定
性分析［Ｊ］．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３（２）：５８－６１．

四、社会管理规则观

社会管理依据的规则是什么？在社会转型前，由于社会结构的“超
稳定性”，５管理社会的行政体制和社会制度（政策）是相对比较稳定
的；而且当时存在两类性质的矛盾及阶级斗争，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
身份最为重要，又伴随生活上对单位、人民公社的依赖，那时意识形态
有着很强的约束力。由此对社会管理规则的普遍认识可被概括为“行
政规则观”：以红头文件、意见（批示）形式的上级意图、要求、规定及由
此再形成的所有红头文件，是管理工作的规则依据。这种观念与经济
体制和行政体制是合一的，也与社会管理依赖于行政体系是相适应、相
吻合的。由于行政规则的约束力强且大多行之有效，因而“成功”掩盖
了社会生活、社会管理中的许多矛盾，也压抑了人们的许多生活需求。
因此，公众和政府对于“行政规则观”同样是明确的、共同认可的。
在社会转型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以及经济社会高速发

展，整个社会处于不断变化的相对“不稳定”状态，行政体系改变，社会
制度（政策）也在不断的改革之中，行政规则的约束力明显降低；民主法
治建设使人们权利意识、法律意识不断增强；而且经济发展使得社会生
活需求和人们利益需求增长且出现多元化。由此政府对社会管理规则
依据的认识发生转变，这不妨可以被概括为“法律规则观”：法律是社会
管理乃至社会中基本的、核心的社会规则。这种观念变化，与需要规范
公民权利、生活需求以及与需要规范市场等都是相适应、相吻合的。但
是，由于公众对行政规则的反感转为对法律的过高期望，而国家法制体
系的建立客观上需要一个过程，政府建设法律的过程常常滞后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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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需要及公众期望；也由于法律的不健全、行政规则的让位、社会
道德的不充分等，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规则空白或灰色地带。这些都造
成了公民与政府对社会管理的“法律规则观”存在不尽一致的理解。

五、社会管理措施观

社会管理用什么办法，基于什么途径？在社会转型前，高度集中的
行政体制和行政规则效力，任何工作的推行自然是基于行政指令并且
整体上“包办”的措施、方法，人们基本上是被动接受行政指令和包办的
措施方法；同时，人们生活的需求具有计划性、保障性，人们利益的需求
具有简单性、生存性、有限性、平等性，利益空间边界清晰，对生活和利
益的需求都是低期望值的，而且人们生活和利益的需求高度依赖单位、
人民公社，也具有保障性。由此政府对社会管理措施的认识可以被概
括为“包办措施观”：社会管理和满足需求的一切办法由政府和单位、人
民公社指令和包办，依行政体系的规则及其具体措施行事。这种观念，
与计划经济体制、与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和行政规则是相适应、相吻合
的。人们虽然是被动接受指令及相应的措施办法，但生活需要和利益
需求的诉求对象清晰，也能确定自己的诉求对象，即可以找单位、人民
公社、组织、领导，且这种简单途径可使需求和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
满足。因此，公众对 “包办措施观”是认可的。
在社会转型之后，如前所述，行政体系改变、行政规则的约束力明

显降低，再继续依赖指令和包办的措施已不现实；社会管理的主体、组
织、对象都发生了变化；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的需求变为市
场性的、复杂的、高水平的，人们利益的需求变为多元、复杂性的、超平
等性的甚至是无限的，利益空间边界也变得模糊，对生活和利益的需求
都转变为高期望值的，人们生活和利益的需求在失去以往行政体系的
依赖性的同时也丧失了 “保障性”；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社会参与要
求的普通呈现，公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提出了“自己的”办法。这一切
促使对社会管理措施的认识发生转变，这可以被概括为“多元措施观”：
政府主导、社会各方参与，依赖共同协商、共同实施的多种措施办法。
这种观念的变化，与社会管理的主体、组织、规则、对象的变化、与社会
生活和社会需求变化、与社会建设和社会参与的趋势等都是相适应、相
吻合的。但是，由于政府行政体制的惯性，仍然比较习惯于行政指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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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办的方法，希望将一切办法包括社会参与纳入行政的措施方法之中；
也由于事实上在人们遇到问题或表达诉求时，难找甚至找不到诉求的
对象，不免出现或者找政府、找领导、找关系、找媒体，或者采取上访、信
访、静坐、打官司等的办法，因此措施办法由处理、解决转变为博弈。由
此可见目前社会对“多元措施观”的共识性尚不高。

六、社会管理权威观

社会管理中的权威是什么？在社会转型前，社会被认为存在着两
类性质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加之意识形态的压力，人们不得不要求在政
治态度、政治身份上被认可，由此获得社会身份的认同，并得到社会生
活的正常保障；同时，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和行政规则效力，使政府、组
织、上级具有的绝对权力；从而导致人们必须相信、听从、服从政府、组
织、上级。由此政府对社会管理权威的认识不妨可以被概括为“信念权
威观”：必须对政府、组织、上级具有坚定不移的相信、信服、服从、威信
即信念，这涉及政治态度和立场。显然这是由要求、贯彻、压力而形成
的、被动接受的权威和合法性。信念权威是计划经济、阶级斗争、意识
形态压力、强大的行政体制权力的伴生物。由于政府、组织、上级是人
们满足生活需要所依赖的唯一来源，事实上也保障了人们的基本生活
需求。因此，“信念权威观”是被公众接受的。
社会转型之后，敌我矛盾、阶级斗争消失及意识形态环境的变化，

基本解除了人们在政治态度、政治身份方面的压力；社会管理的主体、
组织载体、规则、措施方法都发生了变化；人们社会生活的依赖性发生
根本性的变化；社会发展促使了社会参与和公民权利、社会信任、社会
诚信等意识的增强；政府工作不可避免的某些不足和失误，引发人们对
信念权威的动摇。这些都导致人们不再接受信念性的权威，这种转变
着的社会管理权威认识可被概括为“信任权威观”：需要由自愿、自主而
形成坚定不移的相信、信服、服从、威信即信任。这是人们主动建立、接
受、认可的权威和合法性。这种观念变化，是各方面改革和社会发展的
必然。但由于行政体制的惯性，政府方仍然比较希望有一定的信念性
权威存在；而公众中过度的民主化倾向、一些民粹主义倾向及一些偏见
等，都在否定“信任权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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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社会管理目标观

社会管理为了什么？在社会转型前，由于行政的体制、组织载体、

规则、措施方法的一体性，以及行政权力的压力和权威，社会管理必然
要完成政府、组织、上级的意图、指示、任务。由此政府对管理目标的认
识可概括为“管理本位观”：管理工作是落实制度（政策）的规则、措施方
法和事项，实现既定的目标；完成政府、组织、上级的要求、指示、任务是
根本目标。这一观念致使管理内卷化即为管理的管理，且被制度化的
工作布置、工作汇报、工作检查及宣传舆论不断强化，加之人们对政府、

组织、上级的高度依赖，因此，“管理本位观”是公众认可的。

社会转型之后，政府开始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同时在发展教育、卫
生、公共设施、环境治理等各项社会建设、社会工作、国计民生等事业方
面，都使政府不断改变对管理目标的认识；社会舆论也使社会公平、民
生问题等凸显出来；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生活需要和利益需求具
有更高的期望值，人们在关注政府工作、关心经济发展的同时，更为关
注自身实际生活状况的改善和利益需求升级。这些促使政府对管理目
标的认识逐渐转变，可概括为“民生本位观”：管理工作要为公众生活服
务，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和利益需求，服务民生是根本目标。民生本位
理念已开始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政府文件中确立，并且在党的十九大
更是提出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
改善民生，６使促进“民生本位观”具有越来越高的社会共识。

６．习近平．２０１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１－２３．

八、社会管理成效观

什么是社会管理的成效或效果？在社会转型前，由于社会管理的
目标是管理本位的，那么管理的成效自然就成为是否遵循政府、组织、

上级的规则、措施方法、事项、目标，是否完成政府、组织、上级的要求、

指示、任务。因此，政府对管理成效的认识可被概括为“完成成效观”：
管理工作的成效在于遵循和完成政府、组织、上级的要求、指示、任务。

由于“管理本位观”的影响，以往公众对政府管理工作尚未达到广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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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关注，因此，公众对“完成成效观”基本上是没有疑义的。
在社会转型之后，在一段时间里由于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及对ＧＤＰ

的片面强调和追求，上级的要求、任务显得更加明确，甚至简单、单一；

随着干部任期制、考核指标等方面的改革和实施，７对下级、对干部的
要求、任务也变得更加明确、甚至指标化。由此，“完成成效观”曾一度
被强化并演变，不妨可以将其概括为“政绩成效观”：管理工作成效在于
满足年度考核、专项考核、任期考核及各种检查中的要求。这种观念进
一步促使了社会管理的内卷化趋势，但越来越多的规划、计划、检查、考
核，以及对规划、计划、检查、考核、政绩工程、数字工程、干部政绩等的
舆论宣传，使得“政绩成效观”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政府的主流观念。由
于开始大量公开政府的工作信息，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对“政绩工程”

的宣传舆论，这对公众尚是新鲜事，所以公众也接受 “政绩成效观”。

近年来，随着政府逐渐转变并确立“民生本位观”；也由于环境污染问题
的凸显以及对片面追求ＧＤＰ而造成社会的问题的顾及，政府相继形成
了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等新的发展理念，并提出了社会建
设的目标予以大力推进；８加之由于政绩工程、数字工程等所暴露出的
弊端遭到许多批评和非议，由此，政府对社会管理成效的认识开始发生
根本性的转变，可概括为“成就成效观”：社会管理成效在于经济、社会
同步发展，在于社会事业特别是民生事业明显改善、高效发展的成就。

提出和贯彻新的发展理念，９为“成就成效观”奠定了基础，将使政府和
公众逐步形成共识。

７．中共中央办公厅．２００６．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Ｚ］．２００６－０８－０７．
８．２００４年９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

９．中共中央宣传部．２０１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２０１６年版［Ｍ］．北京：学习出版
社、人民出版社：１２７－１３９．

九、社会管理评价观

社会管理由谁评价、如何评价？在社会转型前，社会管理中行政的
体制、组织载体、规则、措施方法的一体性，“管理本位观”、“完成成效
观”，都自然形成了社会管理工作由上级评价，各级政府及负责干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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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并力争获得上级的肯定和好评。政府对社会管理评价的认识不妨
可以被概括为“组织评价观”：管理工作的规则、措施方法、事项是否得
当，组织、上级的要求、指示、任务是否完成，均由上级组织来检查、评
价。由于相应的“信念权威观”广泛深入的影响，公众也大体上认可这
种观念。

在社会转型之后，在相当一个时期，一方面是 “政绩成效观”的影
响；另一方面是政府各部门都确实增加了对下级各种名目、各种形式检
查、考核的频率和力度，政府的“组织评价观”曾一度被强化。宣传舆论
对于上级进行检查、考核以及下级迎接检查、考核的“造势”，诱导了公
众仍然认可这一观念。随着进一步的改革，政府提出并大力推进社会
建设、提倡和推进社会组织建设，公众有机会参与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
理，社会参与性呈现扩大、深入化的趋势；也随着“民生本位观”、“成就
成效观”的形成，政府明确提出了让老百姓满意的观念；同时，对于政绩
工程、政绩考核中出现的形式化、走过场、弄虚作假等问题，政府开始采
用社会调查、民主测评的方式，在环境保护等方面还采用了专业评价方
式，由此产生了公众评价政府的形式。这些情况，使社会各方对社会管
理评价的认识都发生一定的变化，可概括为“社会评价观”：政府管理的
计划、规则、措施方法、事项、效果等，由社会多方共同评价，包括上级政
府部门、下级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社区、媒体、公众。党的十九大所提
出的坚持人民当家做主，１０为“社会评价观”提供了依据，必将使政府和
社会确立这一观念。

十、社会管理功能观

１０．习近平．２０１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２．

　　社会管理观念的核心或根本问题是：管理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在
社会转型前，三个重要因素决定了社会管理的功能，一是计划经济体制
并主导了全部社会生活；二是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而形成的行政体系；

三是存在两类性质的矛盾及阶级斗争，同时面临国际敌对势力的压力。
因此，实现社会效率性功能的社会管理与实现社会秩序性功能的社会
控制是“合二为一”的，而且，社会控制功能甚至显得更为必要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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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对象是“国家人、单位（人民公社）人”，主要管理政治态度、身份
和体制身份，管理的事项主要是完成国家、政府、上级的指令。由此政
府对社会管理功能的认识可概括为“秩序控制观”：社会管理首要是管
理人们的政治态度、立场并划分社会身份，借以维护和实现社会秩序；
同时以计划经济实现社会生活的管理和保障。这种观念与经济体制、
社会结构、社会主要矛盾及国际环境是相适应、相吻合的。由于社会管
理与社会控制“合二为一”的明显效果，也由于人们需要由政治身份获
得社会身份，从而获得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保障，故公众对“秩序控制观”
是认可的。
在社会转型之后，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并逐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国家与社会分离，经济体制与生活保障不再连为一体，这使社会需要承
担更多的职责；不再有敌我矛盾和阶级斗争，同时面临国际环境的压力
相对减弱；社会管理的主体、组织载体、对象、目标等都实际发生了转
变；而且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建设和民生需求都对社会效率有着更高
的或迫切的需求。由此，社会管理与社会控制必然发生相对的“分离”，
社会管理的性质和内容都发生转变，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管理显得
更为必要和重要；管理的对象转变为“社会人”，主要管理日常行为、日
常生活、利益保障、公民权利，管理事项转变为主要针对社会行为、社会
生活、社会服务、社会参与、社会效率，借以促进市场秩序、社会秩序。
政府也开始逐渐重视社会管理，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社会管理的政策和
措施，这显示政府对社会管理功能的认识开始发生转变，这可以被概括
为“社会效率观”：依赖合理的社会政策，引导社会各方参与，发展社会
服务，保障公民权利、民生需求和社会生活，提高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的
效率，借以实现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任务，也将
使“社会效率观”包含更准确的、更科学的含义。

１１．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

１２．郑杭生，洪大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内涵［Ｊ］．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６（１）：５８－６３；孙
立平、王汉生、王思斌，等．１９９４．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４７－６２．

综上所述，我国的社会转型是社会结构及各方面转变的复杂现象
和过程，其中有三大因素对社会管理实践和社会管理观念产生重要影
响，一是经济体制的转型，１１二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１２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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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１３其综合作用导致了社会各方面、特别是社会生
活和社会需求发生深刻变化，从而导致了对社会管理需求的变化，导致
和迫使社会管理观念的转变，并将进一步引导社会管理观念的转变。
目前，我国基本实现社会转型、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１４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经历，使我们积累了诸多经验教训，社
会建设、社会发展方面已经可能并且可以具有更多的主观能动性。因
此，当前有必要认真总结，反思以往社会管理的经验教训，厘清社会管
理观念；并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理解新时代对社会管理的需求，
确立符合新时代社会结构、社会生活需要的科学的社会管理观念，用以
指导社会管理的实践。

责任编辑：路英浩

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年农民工流动的治理经验

李培林

１３．习近平．２０１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１；童星．２０１８．社会主要矛
盾转化与民生建设发展［Ｊ］．社会保障评论（１）：３－４．
１４．习近平．２０１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０．

　　中国的农民工流动是移民的一种类型。移民研究是社会学的经典
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为了解决劳动力缺乏问题，引
入欠发达国家的移民，曾是普遍的做法。但大量的外来移民，由于生活
水平、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民族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也
带来很多社会问题，诸如社会融入难、民族宗教冲突、犯罪率升高、排外
情绪高涨、恐怖袭击威胁等。
在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和社会治理中，移民的社会融入始终是一

个难题。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移民国家，黑人移民问题、墨西哥移民问题
至今仍然是很多政治对立、社会分裂和群体抗争事件的导火索。欧洲
的新移民问题正成为欧洲各国大选中“选边站”的焦点问题，甚至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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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国家出生的阿拉伯裔的第二代移民，仍然因为难以融入西方社
会而成为社会骚乱的动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工流动，为经济快速增长、大规模的基础

设施建设、日新月异的城镇化发展和“世界工厂”形成，都做出了卓越的
贡献，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标志性过程。现在，中国人口结
构已发生巨大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量和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已开始
逐年下降，农民工总量的增长开始放缓，预计未来五年内会出现农民工
总量增长的停滞。在这样一个转折时期，我们应该认真总结我国农民工
流动的治理经验，它必将成为世界移民史上社会融合的一个成功案例。

一、中国农民工流动的发展进程和舆论评价变化

中国农民工流动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上，
还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人群（数以亿计）在短时期内从农业向工商
业、从乡村向城镇、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农民工流动虽然是
国内的流动，但与城市人口在户籍、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地位、思想观念
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因而与发达国家的外来移民也有一些共性。

１９８４年以前的改革初期，中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主要
方式是通过乡镇企业，其主要特点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曾
被誉为中国式的独特城市化道路。１９８４年，为了加强城市的副食品供
给，国家放宽了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允许其自理口粮到城市落户，从此
拉开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的序幕。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从农村迁出的
总人数还只有约３３５万，而同期乡镇企业新吸纳的农村劳动力为

２　２８６万人，乡镇企业仍是农民在职业上“农转非”的主渠道。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是农民工流动方式的转折点，外出打工的农民工逐步超过
了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民工，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１根据国家
统计局发布的《２０１７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２０１７年我国农民工总量
达到２．８７亿人，比上年增加４８１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达到１．７２亿人。

１．李培林．１９９６．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Ｊ］．社会学研究（４）：４２－５２．

农民工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的快
速发展和“世界工厂”的形成紧密相连。“民工潮”的兴起引起世界舆论
的广泛关注，农民工春节返乡时火车站人山人海的震撼画面，也曾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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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家电视台的黄金时间热播。

然而，国内外舆论在看待中国农民工问题上经历过根本性转向。

中国的“民工潮”从一开始就受到各种质疑和非议。一些西方学者认
为，中国雇佣农民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是“血汗工厂”，中国是用血汗工
人从事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并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些西方媒体甚至
断言，中国大规模的民工流动必定会成为强大的“颠覆性”社会力量。

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毁于流民之手”，“流民潮几乎
就是社会的一个火药桶。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几十万人处于一种盲动
的状态下，由于相互间的情绪共振作用，可以毫无理由地使每一个分子
都产生强烈的被虐心理和报复欲望，每一个分子的这种情绪又共同形
成一种强大的破坏力，随时可能爆发为一场没有首领没有目标的死亡
性运动”。这位学者甚至预言，“中国社会如果再一次发生大的动荡，无
业的农民一定是动荡的积极参与者和主要的破坏性力量”。２

但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大规模的农民工流动，虽然也存在农民工生
活条件和待遇较差、社会保障欠缺、欠薪问题一度比较严重以及社会排
斥和社会歧视现象等问题，甚至出现过农民工连续跳楼自杀的“富士康
事件”，但在几十年的过程中，还几乎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
性事件。这与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２年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中频繁出现
的下岗失业职工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形成鲜明对比。

２．引文参见：王山．１９９４．第三只眼睛看中国［Ｍ］．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６、６２－６３。１９９４
年出版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是经过精心“策划”、由王山撰写的。出版时作者托名所谓德国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洛伊宁格尔，还写上“王山，译”，一时在全国影响很大，震惊京城，甚至引起
国家领导人的注意。但冒名之事很快被人识破，著名作家王蒙也撰文说德国汉学界从未听说
有“洛伊宁格尔”其人。

进入新世纪后，社会舆论对农民工流动的看法出现转折性变化，各
种文学艺术作品开始把农民工塑造成共和国发展的脊梁。国际金融危
机之后的２００９年，农民工的群体形象作为年度人物被选为美国《时代
周刊》封面。《时代周刊》评价称，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之时，是中国经
济的快速增长逐步带领全球走出了危机的阴影，而这首先要归功于千
千万万勤劳坚忍的中国农民工。

中国学界对农民工的研究推动了社会舆论的变化，这些研究始终
伴随着农民工的成长和发展。

·７４·

“转型与发展：中国社会建设四十年”笔谈



二、我对农民工的研究和关注

移民研究一直是国际社会学界的热门研究课题。美国社会学的芝
加哥学派，许多经典著作都是研究移民的，如《身处欧美的波兰农
民》３、《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４等。这些著作都
体现了深入的社会调查、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底层视角。我国社会
学界对农民工流动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上半叶。史国衡教授
的《昆厂劳工》，就是对农民工适应工厂生活的经典研究，他探索了中国
农民工不同于西方由破产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的模式，并把人的转变
与社会变迁联系起来。５

但“农民工”这个词的提出，却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据陆学艺
教授的考证，“农民工”一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已故研究
员张雨林首先提出的。１９８３年，他在《社会学通讯》（《社会学研究》的
前身）上发表了一篇以《县乡镇的农民工》为题的文章，专门研究在苏南
乡镇企业打工的当地农民。６

３．Ｗ．Ｉ．托马斯、Ｆ．兹纳涅茨基．２０００．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Ｍ］．张友云，译．南京：译林出版
社．
４．威廉·富特·怀特．１９９４．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Ｍ］．黄育馥，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
５．《昆厂劳工》是魁星阁社区研究系列成果之一，把社区研究延伸到了企业。该书最早由费孝
通去美国访学时译成英文，于１９４３年以《中国进入机器时代》（Ｃｈｉｎａ　Ｅｎ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Ａｇｅ）为书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人际关系学派创始人梅奥教授为该
书写了按语。该书１９４６年以《昆厂劳工》为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参见：史国衡．１９４６．昆厂
劳工［Ｍ］．北京：商务印书馆。

６．陆学艺．２００３．农民工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Ｊ］．特区理论与实践（７）：３１－３６．

我的研究兴趣在工业社会学。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我参加了蔡
昉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城市吸纳外来劳动力的能力和对策”课
题，到我的出生地山东济南进行进城农民工调查。那可能是国内早期
少有的进城农民工抽样调查，因为那时一般很难找到进城农民工抽样
调查的样本框，我们也是在调查中偶然发现了公安部门的农民工临时
登记簿。基于这次调查数据的分析，１９９６年我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
了《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该文从社会流动（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的角度分析农民进城打工这种经济学称为劳动力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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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ｂｏｕ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的现象，即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视为农民获
得新的经济社会地位的过程。我惊奇地发现，就像当初农民进入乡镇
企业时把亲缘、地缘传统网络移植到企业中一样，现在又把这一网络移
植到他们所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圈子。在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这种
与现代性原则格格不入的传统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却发挥
着节约农村—城市劳动力迁移成本和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７

２００２年３月，受爱德基金会的资助，我在北京组织了一次以“农民
工流动：现状、趋势和对策”为题的研讨会，汇集了一批社会学和经济学
的知名学者撰文和研讨，如白南生、蔡昉、崔传义、李强、孙立平、李路
路、李汉林、王奋宇、周大鸣、刘世定、王春光、王晓毅、关信平、刘精明
等。会议的论文集以《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为题
出版，一时热销。我在该书“编后记”里写道：“跨入工业文明的庄稼人，
是一群普普通通的打工者……他们普普通通的生活，却构成了一个伟
大社会变迁的过程。正是这种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勇于改变生活和命
运的日常精神，支撑起我们民族的脊梁。”８

我对农民工的关注点，并不仅仅在于他们转变了职业，更重要的是
他们怎样融入城市文明。我在对广州城中村的研究中，深切地感受到
这种融入的艰难。２００３年“非典”期间，在万人空巷的北京城，我坐下
来整理调查资料和笔记，写作了《村落的终结》。我在该书结束语中谈
到，“一个由血缘、地缘、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村
落乡土社会，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村落终结过
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也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
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９

７．李培林．１９９６．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Ｊ］．社会学研究（４）：４２－５２．
８．李培林．２００３．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９４－２９５．
９．李培林．２００４．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５３－１５４．

２００７年，我与李炜合作，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农民工在中国
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探索回答为什么大规模的农民工流动
没有引发社会的动荡？处于城市低收入地位的农民工，为什么没有产
生强烈的社会不满情绪？在城市聚集居住并经常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农

民工为什么没有产生大规模的集群行为？研究结果认为，“收入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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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农民工，却意外地具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真正
从深层决定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的，可能不是经济决定逻辑，而
是历史决定逻辑”。１０２００８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形势变动的
影响，２０００多万农民工失去工作返乡。为了了解农民工的社会态度是
否发生了重大变化，２０１０年我与李炜再次合作，在《中国社会科学》上
发表了《近年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研究发现，国际金融危
机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产生的生活压力，对农民工社会安全感、社会公
平感和对政府满意度等方面的社会态度产生了负面影响，而生活压力
更主要地来自就业的威胁而不是收入水平。因此，必须把农民工的就
业保障问题放在首要位置上加以重视和解决。文章还认为，“中国劳动
力低成本时代会逐渐结束”，“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国际贸易保
护主义的抬头，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外需的状况将难以持续，
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更多地依靠国内消费的支撑”。１１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法国发生从巴黎市郊蔓延全境的非洲穆斯林移民
第二代青年的大规模骚乱，震动整个欧洲。持续十几天的焚烧、抢掠、
暴力对抗迫使政府实行宵禁。这些在法国出生的移民后代，仍然是贫
困、犯罪、吸毒、被遗忘者与被损害者的代名词。这个事件促使我深入
思考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２０１０年富士康集团的代工厂接
连发生十几起青年农民工跳楼自杀事件，百余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吁
请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尊严，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质量。
这更促使我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１０．李培林、李炜．２００７．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Ｊ］．社会学研究（３）：１－
１７．
１１．李培林、李炜．２０１０．近年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Ｊ］．中国社会科学（１）：１１９－
１３１．

２０１１年，我与田丰合作，在《社会》上发表《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
会态度和行为选择》一文。文章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文化程度、
工作技能等方面比老一代农民工有较大提高，却仍然处于整个社会结
构的底层，游离于城市制度之外，他们在消费方式上与老一代农民工已
经存在较大差异，对未来生活有美好预期，但在工作、就业机会以及城
乡居民之间享有的权利和待遇方面，则明显表现出比老一代农民工更
高的不公平感。该文提出，要“加快消除新生代农民工转变成市民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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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化障碍”。１２

２０１２年，我与田丰再次合作，在《社会》上发表《我国农民工社会融
入的代际比较》，认为老一代农民工已经逐渐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新
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外出务工的主要力量，他们的社会融入问题是真
正影响到中国未来长治久安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该项
研究发现，以工作技能而非受教育年限代表的人力资本，是影响流动农
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变量；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虽然对农民工进
入城市社会有很大帮助，但对其融入城市社会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农
民工经济层次的融入与其社会层次融入、心理层次接纳和身份层次认
同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我们假设的从经济—社会—心理—身份依
次递进的社会融入模式是不成立的，社会融入的不同层次更有可能是
平行和多维的；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在绝对收入、受教育年限和工作技能
等方面都要好于老一代农民工，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与老
一代农民工相比并没有出现根本性差异。该文最后提出，要“尽快酝酿
和制定未来２０年将进城农民工转变为新市民的路线图”。１３

我认为，社会学界对农民工问题的大量研究和持续关注，促进了关
于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共识的形成和相关社会政策的改进。

１２．李培林、田丰．２０１１．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Ｊ］．社会（３）：１－２３．
１３．李培林、田丰．２０１２．我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Ｊ］．社会（５）：１－２４．
１４．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７日晚上，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
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收容
遣送中转站收容，收容期间孙志刚被殴打致死。事件发生后，经媒体报道舆论一片哗然，推动
了国务院废除收容遣送条例。

三、４０年来农民工流动的政策演进和治理经验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政府对农民工流动的认识和政策与社会舆论
的变化一样，也有一个渐进转变的过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大
量农民开始进城务工经商，与原有的限制城乡流动的政策发生冲突。

１９９１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的通知》，同年国
务院还颁布《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将收容遣送的对象
扩大到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不全的流动人员，１９９５年公安
部又发布《关于加强盲流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盲流”从此成为社会
对农民工流动的一种贬称。直到２００３年６月“孙志刚事件”１４发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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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颁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废止了沿
用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盲流”一词也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
农民工流动现象则如火如荼发展，势如破竹。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８日，国务院经过深入调研、反复研讨和多方听取意
见，１５决定正式采用“农民工”称谓，颁布《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
的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０６〕５号），第一次把“农民工”概念写入国务院文
件。这个文件给农民工下了一个定义，即“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
农产业，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
市就业”，并给予农民工高度评价，指出“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
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１６

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和农民工的代际更替，一大批２０世纪８０、９０
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到城市“寻梦”，但在就业、看病、住房、子女入学、权
益保护等方面，仍面临一系列难题。特别是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之
后，面对就业的困难，留城还是返乡成为一项两难选择。２０１０年１月

３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２０１０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
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首次使用了
“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
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从此，农民工市民化成为新的政
策选择，农民工在一些城市也开始被称为“新市民”。１７２０１４年，国务院
再次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
做好新形势下为农民工服务工作，切实解决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有
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１８

１５．在国务院研究室的主持下，各有关部委和省市区都参加了农民工的大调查，这些调查报告
以《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为名于２００６年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参见：国务院研究室课题
组．２００６．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Ｍ］．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１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２００８．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
１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２０１１．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
１８．国务院．２０１４．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单行本）［Ｍ］．北京：人民
出版社．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我国农民工流动的治理经验，可以大致概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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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几个方面：
（１）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就业和生活问题。
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针对农民工就业和生活问题，党和政府出台了

一系列社会政策，有序地组织和促进农民工就业和在城市落户，出重拳
治理农民工欠薪问题，有效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问题，推进农民
工的职业培训，保障了进城农民工的生活安全，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
出现的大量城市无业流民和贫民窟现象。

（２）保持农民工收入和福利随经济发展逐年增长。
中国的农民工之所以持积极的社会态度，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农民

工在流动中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过去
艰难的农民生活作为比较参照体系，而不是与城市社会进行横向利益
比较。中国的最低工资制度在保证农民工收入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当然，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也成为农民工工资增长的市场
力量，这是近年来在经济增长下行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经营困难情况下
农民工平均工资仍持续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

（３）发挥“单位”和“社会网”把农民工组织起来的力量。
我国社会治理与西方社会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单位”在社会治理

中发挥着重要的组织力量。农民工的用人“单位”，无论是企业法人、事
业法人还是社团法人，都对农民工的生活安置、管理甚至居住负有社会
责任，使分散的农民工在某种程度上被“组织”起来。我国基于血缘、亲
缘、地缘关系的传统“社会网”，在介绍工作、相互照顾、融入社会生活、
提供信任担保等方面，也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减弱了进城农民工的
孤独、苦闷、无助和不适应。

（４）农村的承包地成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生活退路。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受土地增值的刺激和城镇化用地需求的压力，

也曾出现过要求农民工用承包地换社会保障的做法，但我国最终选择
了禁止收缴进城农民工承包地的政策，从而使农村承包地成为农民工
的可靠生活退路。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也受到重大
影响，２　０００多万进城农民工失去工作返乡，但并未引起社会动荡，就
是因为他们的农村承包地发挥了重要生活保障和心态稳定的作用。

（５）制定农民工市民化的长远规划和切实步骤。
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国家的长远规划和目标，使青年农民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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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发展保持良好的预期。各地城市都普遍出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
积分方法，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农民工的户籍转变和在城市落户，熨
平了一个巨大变迁的波动曲线。

（６）形成支持和赞誉农民工的社会舆论。
尽管也曾出现过农民工流动使城市犯罪率升高的说法，但农民工

最终以其辛勤劳动和社会贡献，赢得社会舆论的普遍支持和广泛赞誉。
在知识界、媒体界、企业界和政府的共同推动下，整个社会对农民工的
包容性不断增强，歧视农民工的现象受到舆论的谴责，农民工形象被塑
造为共和国建设的“脊梁”。
中国农民工流动的治理经验，无论从成功实践的层面来看，还是从

形成社会共识和调整社会政策来看，都是一个值得总结的典型案例。

四、农民工未来发展的新趋势

１９．Ｈ．孟德拉斯．１９９１．农民的终结［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９７．

　　３０年多年前，我翻译了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
结》。这本书最初于１９６４年出版，１９８４年作者写了补记２０年的“跋”
再版，记述和分析了法国农民约半个世纪的变迁。关于农民他写道：
“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法国目睹了一个千年文明的消失，这文明是它自
身的组成部分。”１９那时我国学界多数人感到，“农民的终结”在我国还
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话题。现在改革开放４０年了，数以亿计的农民转变
成农民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不仅仅是一种
职业的转变，而且代表着社会的巨变。在未来的２０年中，我国农民工
发展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新趋势，又将预示着什么呢？
一是进城农民工总量增长将从趋缓到停滞。农民工总量增长的减

缓与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总量变化的情况密切相关。我国劳
动年龄人口从２０１２年开始下降，２０１７年当年就减少６００多万人。外
出农民工总量２０１７年仍增长２００多万，但已经式微，并将逐步趋于停
滞，人口红利的窗口期即将关闭，经济粗放扩张的可能性不再。
二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工资将持续上升。农民工供给的减少

和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以及技能水平的提高，都将推动农民工劳动工资
的持续增长，低成本劳动力时代结束。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会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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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权益保护状况，另一方面会加大企业人
工成本，并对企业的竞争力产生影响，对企业技术创新和品牌树立形成
倒逼机制。
三是农民工的劳动力短缺和结构性失业将长期并行存在。我国劳

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从无限供给、严重过剩转变为总量减少和
结构性短缺。我们过去陌生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未来会成为一种常
态，并与结构性失业现象长期并存。
四是农民工的一部分将成为新的中产阶层。随着农民工劳动力素

质和工作技能的不断提高，农民工中一部分人将通过小额资本积累、技
能提升和进入管理层而成为新的中产阶层。这将成为观察我国社会转
型的深度、规模和速度的重要标识。
五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根据国际经验，我国

农民工市民化和城市社会融入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不是改变
户籍制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对此我们应当有足够的估计和耐心。一
切试图固化农民工身份的做法都是违背历史进程的，而一切运动式的
推动都是事倍功半的。
农民工未来发展的新趋势，预示着我国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

新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必然性。在过去的４０年，农民工
的工作、生活状况和社会态度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因
素，在中国未来２０年的发展中，农民工的技能提高、工作稳定、生活改
善预期和城市融入依然是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田　青

改革开放４０年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之变迁

李　强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４０年的
历程。４０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这种变迁表现在社会体系的
诸多方面，从社会学角度看，主要表现为社会分层结构的巨大变迁。我
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巨变呢？本文尝试从社会学角度作一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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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怎样理解中国整体社会结构的变化？

关于中国的整体阶级、阶层结构，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有“四大阶级”

的说法：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阶级结构的基
本构成，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的构思来源之一。１９５６年，中共
八大政治报告也是这样表述的，当然，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八大政治报告
指出它“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１到了六七十年代，中
国理论界对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曾经有过“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说法，

认为社会基本结构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构成的。当
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个说法并不能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２

１．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Ｎ］．人民日报，１９５６－
０９－１５（１）．
２．陆学艺．２００４．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论的剖析［Ｊ］．江苏社
会科学（６）：８８－９２．
３．李强．１９９３．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９４．
４．陆学艺，主编．２００２．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也是在上述基础上发生的。

由于改革最先从农村开始，所以，社会结构的演变首先在农村发生。到
了１９９２年，中国农村除了种田农民（６３．４％）以外，已经分化出农民工
（１２．２％）、个体或合伙工商经营者（６．５％）、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
（０．９％）、私营企业主（０．８％）、私营企业受雇者（３．０％）、乡村知识分子
（１．１％）、乡村脱产干部（０．６％）等多种社会阶层。３在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
南巡讲话以后，城市体制改革加速，极大推进了城市社会结构的演变，

该变迁包括传统国有和集体企业工人队伍的分化、新社会阶层的产生、

个体私营业主在城市的发展、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的变化，以及收入差
距、贫富差距的演变等。

对于这种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学界有多种研究和理论解读。此处
仅列两种：陆学艺的阶层解读和笔者的量化社会地位解读。４陆学艺的
“十阶层论”把当代中国人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从上到下排列为：国家
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阶层、办事人
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
者阶层，以及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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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采用纯粹量化的方法，通过分析鉴别职业地位的精确数值，将中国的
人口普查数据转化为“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发现了每一个人的社
会地位的指数值，然后将其展现为社会结构。该研究提出，中国的社会
结构已经从“倒丁字型”演变为“土字型”。５其实，两种解读的结论有相
似性，即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演变的过程
中，迄今为止，还是社会下层群体规模巨大，但变迁的趋势是中产阶层
的比例在持续上升。

当然，社会学界的解读还有很多，如孙立平先生的“断裂论”和笔者
的“碎片论”，６以及笔者等人的“四个利益群体”的理论７等。

５．李强．２０１６．中国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对于中产阶层发展的社会学分析［Ｊ］．探索与争
鸣（８）：４－１１．
６．李春玲．２００５．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７．李强．２００４．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Ｍ］．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５５－１７８．
８．李强．２０００．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Ｍ］．厦门：鹭江出版社：９－１３．

笔者认为，从社会学角度理解中国改革４０年来整体社会结构的变
化，有以下几点比较重要。第一，改革开放４０年，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
整体变迁具有重要的社会进步意义。笔者曾经分析过，在改革开放以
前，更突出的是一种建立在身份、出身、政治地位基础上的社会分层，更
多的是一种先赋因素的社会分层，这是一种比较封闭落后的传统体
制。８改革开放以后，身份制大大弱化，家庭出身失去了社会分层标准
的意义，自致因素影响明显上升。从分层理论看，这是一种朝向现代社
会分层机制的变迁，符合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变迁方向。第二，无论
是陆学艺的“十阶层论”，还是笔者用纯粹量化方法证明的“倒丁字型”
向“土字型”社会结构的变迁，都发现，在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中，中产
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在不断发展壮大，这种朝向“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变
迁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第三，社会结构的演变也表现为收入差距、财产
差距、贫富差距的变化，这是广大老百姓最为关心的，也是“看得见、摸
得着”的事情。纵观改革４０年所发生的变化，改革的前３０年确实表现
为贫富差距的攀升，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甚至是
迅速攀升。中国人民大学ＣＧＳＳ的数据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相似，均
显示，到２００８年前后，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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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９—０．５水平的高峰值，此后，基尼系数逐年下降，９有一种类似于
“库兹涅茨倒Ｕ形曲线”的趋势。当然，由于这仅仅是近几年的数据，
还不足以判断长期趋势，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好的“苗头”，学界已经注
意到了。第四，中国是超巨型人口社会，近１４亿人口的结构变迁会是个
比较缓慢的过程，不可能指望可以快速走向现代社会结构，更何况还有
一些起负向作用的阻碍因素，包括城乡差异、户籍差异、地区差异、阻碍
社会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资源资本的垄断性过强，等等。正是针对这
些阻碍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
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１０

９．李强、杨艳文．２０１６．十二五期间我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与社会学研究的创新之路［Ｊ］．社
会学研究（２）：１８－３３．
１０．习近平．２０１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Ｍ］．北京：
人民出版社：４６．
１１．伦斯基，格尔哈斯．１９８８．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Ｍ］．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６－８．
１２．边燕杰．２００２．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Ｍ］．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４２－８０．

二、改革开放４０年资源配置方式的重大变迁

社会分层指的就是各种资源在人群中是怎样分配的。所以，伦斯
基认为分层的基本问题是：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得到？１１笔者认为，
“为什么得到”的问题更重要。为什么得到，是指不同人、不同群体得到
各类资源的方式、方法或途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获得资源的方式、
方法或途径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改革开放以前是计划经济体制，绝大部分的资源是通过国家

的制度安排配置的。１２人们的劳动收入是严格遵循劳动工资制度。城
里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都有十分严格的全国统一的工资制度；各地
农村劳动者的收入虽然有差异，但遵循的原则是人民公社计算公分的
制度；城市住房采用公共房屋分配制度，甚至连食品、日常生活用品等
都是要配置票证的；农村居民大部分生活资源的获得也是采取集体统
一分配的方式。从４０年前的改革到今天，上述的大部分资源都不再是
采取国家或集体直接干预配置资源的方式了。
近年来，国家干预的部分，更多是采取依法建立社会福利和社会保

障的制度，将国家控制的资源再分配给不同社会群体。虽然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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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在很多方面还做不到全国统筹，有些方面甚至还做不到省内统筹，
但是，与改革以前的单位制相比，仅仅限于不同群体内部配置资源，还
是有很大进步的。
其次，改革以后的最大变化是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到重大作用。

采用市场配置的实验最初是从商品市场开始的，即在一定程度上放开
商品的价格，让供需双方在市场上博弈。由于当时商品短缺，初期导致
很大的价格上涨，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在生产者积极性剧增的情
况下，价格趋于稳定，市场上商品充盈。接着，又进行了劳动力市场化
的实验，“铁饭碗”制度被废止了，劳动力的价格在市场上形成。此后，
又推进了房地产市场、金融信用市场、股市期货市场的实验。市场是一
个交易平台，竞争十分激烈，优胜劣汰，所以，采取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
虽然会激发参与者的竞争积极性，但结果往往是资源在不同群体中的
不均等现象锐化，也就是社会分层差异凸显出来，贫富差距也会急剧上
升。而且，初建的市场体系漏洞很多，不完善的市场机制还存在很多交
易不公正的现象，这就造成了下面所分析的权力介入的腐败现象。此
外，市场机制也会因垄断等因素而发生“市场失灵”，在“市场失灵”的情
况下，资源配置也存在诸多问题。
第三是权力干预的作用。这里所讲的权力不是作为社会大众代表

的公共权力，而是指某些干部出于私人目的，动用公共权力干预资源配
置。个人利用公共权力获取财富毫无疑问属于腐败行为。近年来的
“反腐”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事件令我们触目惊心。为什么类似事件发
生得如此频繁，涉及的范围如此之广呢？对于此，社会学学者要进行制
度性思考。中国的所有制体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公共资源规模和比
例都十分巨大，进入市场经济改革以后，初建的体制和机制漏洞很多，
于是发生控制着公共资源的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现

象。比较突出的领域，一个是国有企业转制，所谓“抓大放小”，就是大
型国企还是保留国家所有性质，很多中小型企业通过市场交易转为私
人所有的体制。而在这种转制的过程中，原来国有资产的核算存在很
多漏洞，也发生了广大职工利益受损而少数人明显获利的现象。另一
个突出的领域是土地要素进入市场。土地是一切财富之母，中国在进
行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改革以后，土地进入市场有巨大的获利空间。而
且，土地出让包括市场式的“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让，以及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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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划拨”等不同方式，而不同方式之间土地价格差异巨大。这些方
面，都可能被腐败分子“钻空子”，从而造成土地资源配置中的极大不公
正现象的发生。
第四是私人关系的作用。中国自古就是人际关系极其发达的社

会，比如，古代中国的亲属关系有“九族”之说，社会学常常画出“九族”
关系图，其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没有其他任何民族可以相比。即使在人
际关系、阶级斗争极其紧张的“文革”中，走后门、拉关系也是司空见惯
的现象。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各种资源配置的原则发生变化，过去是政
府部门公对公的关系，现在也可以通过市场来调配了，像作为紧缺资源
的钢材、煤炭和其他原材料，更成为社会关系的追逐对象。所以，在一
段时间里，社会上出现了到处都在找关系、找门路寻找各种物质资源的
现象。表面上说是公平的市场竞争，实际上是没有关系，寸步难行。当
然，这里所说的社会关系与上面讲的权力干预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所
以，社会关系与前面讲的腐败也常常是互相接轨的。只不过，复杂的社
会关系使得资源配置上的腐败现象变得极其复杂，如果不深究，很难发
现其中的问题。所以，在关系网的作用下，配置资源不公平、不合理，甚
至是违法违规的事件频频发生。

１３．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２００４．中国社会分层［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６４－１６５．

第五是其他多种社会力量、社会约束的影响。首先是政治约束。
新中国是讲政治的社会，政治约束对于资源分配历来有重要影响。改
革开放以前是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阶级斗争造成一种政治恐惧，如果
在资源配置上“多吃多占”，是可能被打成“阶级敌人”的，所以，改革以
前资源配置上之所以比较均等，也是因为有政治约束在起作用。政治
约束可以从社会惯习、人们自律、人心恐惧等方面影响资源的配置。改
革以后，政治约束力一度明显下降，仅从国企转制过程中很多国有资产
流失的现象看，就可以发现约束力的变化影响资源分配和资源配置。
当然，近年自中央大力反腐倡廉以来，政治约束的作用又有明显上升，
这与资源、财富配置方面新的调整趋势有直接的关系。此外，还有意识
形态约束，在中国与政治约束类似。其次是单位的力量。１３单位制是改
革开放以前的体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国企改革对传统单位制有重大
冲击，现在，纯粹意义上的传统单位制不存在了，但是，单位制不少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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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处处可见。许多单位是有级别的，级别越高，控制资源的能力往往越
强，所以，迄今为止，大学毕业生还是对那些国有的大单位趋之若鹜。
这些大单位控制资源或垄断资源的能力强大，所以，就业于这些大单位
的职工自然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尽管这些单位名义上是全民所有，
但单位内部的各种资源，包括体育、休闲、教育、医疗、养老等，非本单位
成员是一律被排斥在外的。单位控制资源在本质上反映了不同利益群
体对于社会资源的控制与配置，这显然不是公平公正的资源配置方式，
广大老百姓对此颇有非议。其他的影响或约束还有不少，比如传统文
化的约束等。

１４．陆学艺、李培林．２０１２．社会蓝皮书：２０１３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Ｍ］．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１３．

第六是老百姓的博弈。在强大的管理机制和强大的市场机制面
前，老百姓个体的力量本是很弱小的，但中国人口近１４亿，个体累积起
来的力量也不可忽视。每当资源配置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尤其是
那些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根基相关联的问题时，比如，征地、拆迁、补偿
款、住房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拖欠工薪、劳资冲突等，全国各地就会频
频发生“群体性事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社会蓝皮书的
数据，中国大陆地区每年发生的群体事件达数万，甚至十余万起。１４老
百姓的抗争往往会引发政府的高度关注，于是，开发商、征地者、工程
方、雇主方也常常做出让步，老百姓就在资源配置中也争得了一些利
益，当然，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惨痛的，这种博弈常常突破了法律的
框架。

三、怎样从调整资源配置方式方面做出努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笔者以为，主
要矛盾与社会分层的资源如何配置关系十分密切。所以，本文最后一
部分就试着谈几点，怎样从改革完善和调整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方面
做出努力，旨在为解决主要矛盾作出贡献。笔者认为以下五方面都非
常重要。
第一，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体制机制的建设。工业革命以来造成

的资源配置的极大变迁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激化是世界各国，包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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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经济体曾经遇到的通病。城市化率５０％上下的时候，往往也是贫富
差距较快扩张的时期，这在当年的欧洲是司空见惯的。为了应对资源
配置的巨大分化问题，英国和德国是较早尝试构建社会保障、社会福利
体制的国家。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就是怎样建设适合中国国
情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制。中国本身的难题是人口基数极其巨
大。目前，世界上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水平非常高，覆盖也非常高的国
家往往是较小的人口聚集群体社会，比如，北欧的挪威（５２３万）、芬兰
（５５１万）、丹麦（５７３万）、瑞典（１　００６万）。与中国相比，他们一个国家
的人口也仅相当于中国一个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中国要建立覆盖近

１４亿人口的保障制度，确实是目前所有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从没
有遇到过的。笔者最近在调研中发现，全国各地在县域范围内都做出
了社会保障体制的很多实验和创新。比如，农民的养老保障，全国很多
地方都有创造，有些是将农民转变为市民以后，建设参照市民的养老保
障体制，有些则是并不改变农民的身份和土地集体所有，在农民土地确
权以后将村庄经济股份化。这些村庄在实现了城市文明生活的同时，

也建设了类似于城市的养老保障体制。所以，要考虑在社会保障方面
有全国统筹的部分，但同时也要鼓励县域内甚至是镇域内的适合本地
情况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创新。

１５．李强．１９８９．中国大陆的贫富差别［Ｍ］．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１２７－１５９．

第二，反贫困的战略。贫困群体或贫困阶层是指与社会上多数人
相比，生活最为困难的群体或阶层。目前国家的战略是到２０２０年实现
“现行贫困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

并不是说从此以后就没有贫困了。既然贫困阶层是与别的阶层相比较
的一部分生活水平低下的人，那么，在目前中国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还
比较大的情况下，总会有一部分人处于生活水平的下端。人类与贫困
奋斗数千年了，我们也必须做好与贫困长期斗争的准备。我们能够做
到的是减少贫困人口和减轻贫困程度，与此同时，也必须调整收入分配
结构，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但是，贫困问题相当复杂，不是仅仅通过
政府转移支付就可以解决的。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贫困，一种是因老弱
病残而致贫的，对于这部分人，当然要依靠转移支付，依靠完善社会福
利社会保障制度。另一种，社会学通常称为“文化贫困”。１５造成这种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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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的原因极其复杂，有教育问题、就业问题、价值观问题等原因，中国西
南、西北的一些地区此类问题比较明显。对于第二种贫困，要从教育、

技能培训、移风易俗、观念转变等多方面入手，绝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
的。所以，与相对贫困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第三，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上文已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
源配置在体制方面的最大变化就是市场机制的建立，尽管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社会分化问题也比较尖锐，但还是应该承认市场机制的建立
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现在的任务是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
市场机制，包括如何防止出现“市场失灵”问题。当前，中国市场机制建
设的关键是完善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的建设，如上文所述，中国是关系
社会，一些人总是利用私人关系在市场中占据优先位置，而那些无权无
势的老百姓总是竞争不过那些有权有势的特殊群体，为此，就要建立受
到大众监督和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尤其是在土地市场和金融市场，

这里面的大宗交易往往获利巨大，要严格监管，让这里的获益惠及广大
人民群众。市场机制的完善相当复杂，良好的市场机制需要良好的社
会建设作为基础，社会诚信、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广大生产者、运营者
和消费者的诚信道德，都是实现良好市场机制的必要条件。在所有这
些对策研究方面，社会学这个学科是可以大有可为的。

１６．达尔伯格－阿克顿，约翰·埃默里克·爱华德．２０１４．自由与权力［Ｍ］．南京：译林出版社：

２９４．

第四，反腐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上文第二部分阐述的权力干预
资源配置和私人关系介入资源配置，都是指资源配置中的腐败行为。

腐败导致的资源配置差异和贫富不均是最不公正的，也是最容易激起
民愤和最容易激化社会矛盾的现象。近年来，中国反腐倡廉的力度很
大，并取得了突出成绩。当前的核心任务是实现反腐制度化和法制化，

建立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约束公共权力。所谓腐败，就是利用公共权
力获取私人利益。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
绝对的腐败。１６所以，要对公共权力的掌管者严加管控，而不能是“运动
型反腐”，因为“运动型反腐”只能管一时，不能管长久。制度是指一套
严格的、持续运作的程序，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遵照这套程序，以此来
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的行使，防止个人权力膨胀和权力过于集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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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要从制度上规定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运作，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能够
监督权力。
第五，税收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在公平公正的资源配置方面，世界

各国都非常注重税收制度的调节作用。税收是采用政府干预的方式调
节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非常重要的手段。税收制度的内容十分广
泛，囿于篇幅，在此仅谈谈对于个人所得税的看法。中国个人所得税的
征收对象是所有在中国境内居住并在境内有所得的人，所以范围是非
常广的。采用高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制度设计的目的是让高收入
者多交一些税，低收入者少交一些税，以此来缓解收入差距。但目前我
们遇到的问题是，个人所得税是单位代扣的，起征点偏低，交税的绝大
多数是工薪阶层。企业老板常常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工薪，避税很容易，
某些老板将很多个人消费计入生产成本也是常常发生的事情。近年
来，富人逃税成为热门话题，譬如，关于利用“阴阳合同”逃税的问题。
所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当务之急，是让它能够真正起到调节收入
差距的作用，特别是让那些巨富阶层逃税的行为真正受到惩罚。此外，
讨论中的税种还有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通过税收调节社会各个
阶层的资源配置是现代国家的通行做法，中国４０年的改革开放，建设
目标就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４０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
要真正实现目标，仍然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张　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及其社会建设
意涵

王思斌

　　改革开放４０年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这也是我国在不同
经济社会政策下探索和发展的４０年，社会政策对我国的社会建设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本文就社会政策发展对社会建设的促进作用进
行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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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政策与社会建设的内涵及二者的关系

（一）社会政策与社会建设的内涵
对我国政府部门和学术界来说，社会政策和社会建设都是相对新

的理念和实践范畴，因此在开始本文论述之前，有必要对其进行简要的
阐释。社会建设的提法虽然已有１００年的历史，但是新中国明确而集
中的社会建设实践至今只有十余年时间。社会建设的概念是党的十六
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下，中央对加
强社会建设做了全面系统的部署，这里着眼的是整个社会。当然，在构
建和谐社会的策略上，社会建设主要指的是非经济领域的建设活动。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社会建设在全国有了丰富实践，第十三届全
国人大设立了社会建设委员会。总体看来，社会建设在实践中是一个
综合的、涉及民生与社会治理的中观概念。
社会学界也有类似看法。基于我国实践和学术研究的要求，陆学

艺等把社会建设看作按照社会发展规律，通过有目的、有规划、有组织
的行动，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关系，增进社会全体成员的福祉，优
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过程。１笔者同意上述
看法，社会建设既是系统性的实践活动，也是一个学术领域。本文就社
会建设的概念做出如下界定：社会建设是相对独立于经济建设，有计划
有组织地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关系协调和社会发展的活动。社会建设
的关注点是民生特别是基本民生、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社
会关系体系与生活共同体建设，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作用，社会领域内
部结构的合理化与活动的制度化，等等。

１．陆学艺，主编．２０１３．当代中国社会建设［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社会政策在国际上已经是一个相对明确的理论和实践范畴，但我
国的社会政策研究还相对滞后，政府对社会政策这一概念的使用很少。
政府发布的正式文件有两次使用了社会政策这一概念。一次是党的十
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另一次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经济发展新常态
时指出“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那么，怎样
理解中国的社会政策实践呢？如果仅从概念使用上看，我国的社会政
策实践确实很少，但是如果从解决社会政策集中关注的问题这一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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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可以说，我国的社会政策实践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存在于政府着
力解决基本民生问题的各种政策之中。社会政策有范围的广狭之分、
专门与混合之别、水平高低之异。本文认为，社会政策是以人为本，以
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和谐与社会进步为宗旨和内容的政策。社会
政策可以独立存在，也可以包含在其他政策（如经济政策、社会保障政
策）之中，我国社会政策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

（二）社会政策与社会建设的关系
社会政策对保障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保障人的权利、维持社会

秩序具有重要作用。虽然社会建设和社会政策的概念在党的十六届六
中全会《决议》中才首次被明确提出，但我国通过社会政策促进社会建设
的实践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了。不同时期民生问题的表现形式不同，
政府政策的重点不同，因此相关的社会政策对社会建设的作用及其功能
也不同。按照前述的社会建设涵义，社会政策对社会建设的促进作用是
不言而喻的。解决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问题，改变困难群体、弱势群体
的不利地位，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联接与和谐相处，促进人们的社
区参与和社会治理，都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所贡献。

二、改革开放４０年我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及其对社会建设

　 的影响

　　根据我国改革发展的总进程，结合社会政策的发展状况，本文分四
个阶段对社会政策与社会建设的关系做简要分析和阐释。

（一）农村改革阶段的经济型社会政策与缓解贫困

２．多亚尔，莱恩、伊恩·高夫．２００８．人的需要理论［Ｍ］．北京：商务印书馆．

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的农村居民来说，最迫切的需要是脱贫。按照学者
们的观点，人的需要是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系统发挥其功能的必要条件，
没有它，个体就不能完成社会对他的期待。２在当时情况下，政府不可能
出台纯粹的福利性的社会政策去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向农民放权、让
利是解决其贫困问题的基本选择，随之出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在全国
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不仅大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
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而且通过实行“缴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
自己的”这种分配制度，使３亿多农村居民走出了绝对贫困。绝对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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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通过发展经济的体制改革解决的，促进这种改革、惠及广大农村
居民并明显改善其基本物质生活的政策应该属于经济型社会政策。一
般来说，社会政策是福利性的、具有再分配特征。通过赋予农民自主性、
向农民提供发展机会，来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解决其贫困问题，这种经
济政策中自然有社会政策的成分。这类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是常
见的，比如我国的扶贫开发计划、脱贫攻坚计划。国际上倡导的发展性
社会政策通常既是经济政策，也是社会政策。这种经济型社会政策对社
会建设的意义何在？简单地说，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民的政治认
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农村的贫困问题，也增强了农民政治认同的物质基础。
接着是以户籍制为基本特征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农村富余劳

动力可以到城镇务工经商，获取较高的经济收入，以改善自己的物质生
活。这种社会控制上的放松和给农村居民以从业自由的政策虽然是现
实倒逼出来的，但是客观上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政策的内涵———农民的
生活改善了、见识增长了、社会参与的能力也增强了。这是从比较弱的
意义上来看经济型社会政策对社会建设的贡献。实际上，“一分到底”
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广大中西部农村的社会建设也具有负面影

响，即农村社会的原子化、去组织化现象严重。至今，许多中西部农村
社会公共事务落后、社会秩序不佳与这种政策忽略社会效益有关。

（二）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政策的稳定功能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重心向城市转移。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接着就是国有
经济、集体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这场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提高企业效率，
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因此，全会通过的《决定》基本上
是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由于这一改革涉及大量国有企业、集体
企业员工的待业、失业、养老等问题，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改革
政策，其目的是改变单位制条件下“企业办社会”的做法，减轻企业负
担，建立独立于企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即对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市
场化、社会化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问
题，包括待业、失业、“４０”“５０”人员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社会稳定。
社会保障制度属于比较典型的社会政策范畴，但是当时我国推行的一
系列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为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稳定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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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建立独立于企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客观上促进了城市社
区居委会的发展，原本属于单位制之外补充角色的城市街居系统，因承
接下岗人员的安置、贫困家庭的社会救助和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障而变
得不可替代。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开展、社区公共事务的增加、街道
居委会公共服务活动的发展，增加了居民对社区的依赖和认同，社区建
设在这种意义上开始走到前台。

（三）市场化、城市化加速阶段补救性社会政策对社会建设

　 的促进
　　２０００年，中央两办转发的《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可以看作我国全面推进社会建设的前奏。这是我国
在市场化程度加深、城市化速度加快、社会矛盾累积、社会结构失衡、人民
需求提高的背景下，从城市基层社区入手，综合回应社会建设问题的尝试。
《意见》明确了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服务居民，资源共享、
共驻共建，责权统一、管理有序，扩大民主、居民自治；城市社区建设的主要
目标是加强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建设，建立以地域为特征、以
认同感为纽带的新型社区；以拓展社区服务为龙头，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坚
持政府指导和社会共同参与相结合，充分发挥社区力量，建设新型现代化
社区。可以说，这是我国从民生和社会服务入手，建设社区、构建政社协同
格局的基础性文件，是促进城市社会建设的社会政策安排。这一政策安排
及其实施使我国的社会建设在城市社区系统得到加强。
进入２１世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市场化程度加深、城市

化速度加快。同时，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社会问题更加尖锐、复杂。单位
制基本解体，城市问题向社区集中，每年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大
量中西部农村的村级组织失能或瘫痪，贫富分化严重，行政型城市化引发
了大量上访、维权方面的问题，更不用说具有典型意义的“孙志刚事件”的
发生。这些都是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问题，解决之道在于在经济
发展的基础上切实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观”把改善民生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到新的高度，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
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
下简称《决定》），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集中系统地提出加强社会建
设。《决定》特别重视改善民生，并将其同和谐社会建设密切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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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指出，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
点，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社会事业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推进社区建
设，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并极具创新性地提出要建设
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提高专业化社会服务水平。《决定》是指导我国
社会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第一次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理论和社会政策
的学习研究和教育培训”。这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社会政策研究与社会工作
事业的发展，进而促进着社会建设。

３．景天魁．２００８．引致和谐的社会政策———中国社会政策的回顾与展望［Ｊ］．探索与争鸣（１０）：

１５－１９．

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９年，大量社会政策出台并得以实施。２００３年废止了已
实施２０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代之以比较人性化的《城
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接着《法律援助条例》《关于进
一步做好城乡特殊困难未成年人教育救助工作的通知》《关于建立城市医
疗救助制度试点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孤儿救助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快
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
见》陆续出台，这些都是针对城乡居民的社会政策。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我国
全面取消农业税，给农村居民以实惠。上述政策对解决基本民生问题，缓
解贫富两极分化，促进农村居民的政治认同产生了积极影响。２００３年以
后，我国集中出台了大量社会政策。从基本民生着手，致力于社区共同体
建设，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是当时社会建设的重要举
措。虽然如有的学者所说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还不具有“自性”特征，３是
补救性、补偿性的，但这些政策对弥补因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忽视社会转型
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建设仍发挥了一定作用。

（四）新时期走向科学化的社会政策对社会治理的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基于对以往经

济社会发展经验和问题的认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党
的十九大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
一重大理论判断。这种不平衡不仅反映在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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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要求，还反映在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
求日益提高。实际上，这反映出我国社会建设的相对滞后。与前些年不断
出台社会政策以兜底不同，新时期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为社会建设的
总思路，其中包括发展和规范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政策，发挥社区居委会
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社会政策参与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政策的科学化、规范

化、制度化。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来，出台了不少
基本的社会政策，解决失业、贫困、医疗、养老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政策
在执行中还有不规范之处，比如最低生活保障领域存在“漏保”“骗保”“关
系保”现象，社会救助领域存在“福利依赖”和“悬崖效应”，这些都影响着和
谐社会建设。新一届中央政府在社会救助、社会保障、扶贫脱贫的精准化
和科学化方面下功夫，尽力做到“应保尽保”，同时纠正政策执行中的偏差，
尽力维护社会公正。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要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这
些既是中央的政策宣称，也正在成为各级政府的行动。在社会治理的总思
路下，社会政策正在走向科学化、制度化，社会政策对社会建设发挥着更加
积极的作用。
在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方面，有三点值得关注：基层社区组织

的建设、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发挥社会工作的作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
出，要推进社区建设，完善基层服务和管理网络；发挥驻区单位、社区民间
组织等在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健全社会组织，增强其服务社会的功能，
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再次强调要建构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八大以
来，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心向社区下沉，社区居委会也从行政化组织
向服务型组织转型，通过提高自身素质和服务社区居民的能力，社区居委
会正在成为基层社会建设的核心。
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及社会服务机构在政府购买服务中发挥作用，是社

会政策促进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激发社会
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
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与此相呼应，《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出台，财政部、民政部等印发了《政
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原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基本公共服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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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服务、残疾人服务等）和社会管理类服务
（包括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社会工作服务、扶贫济困、社区矫正
等），可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社会组织实施。这得到了包括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的积极响应。以社会工作类服务为例，每年中央
财政投入的此类经费总额达２亿元。各地各级政府也根据自己的情况实
施这一政策。２００８年，广州市政府开始启动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试点项目，
至２０１６年，广州市共投入逾１７亿元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年服务居民２９０万
人次。４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的政府在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方面也各有所
长。社会工作机构承担的主要是社区层面的为老服务、外来务工人员及流
动儿童服务、残疾人服务、社区矫正、社区建设以及社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等服务。这些服务属于基本的民生范畴，是社区层面的社会建设。客观来
看，虽然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还比较稚嫩，社会服务中仍存在一些需要解
决的问题，但是社会工作专业力量进入社区，向困难群体、脆弱群体和居民
提供救助性、发展性的专业服务，既解决了他们的困难，也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他们的社会参与，进而对社会建设做出了积极的创新性贡献。在此基
础上，近年各地又广泛开展“三社联动”，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
人才在为民服务、解决社区事务和社会治理方面联动，改善了社区服务的
效果，促进了居民参与，提高了社区治理水平，创造了社会建设的新经验。

三、对改革开放４０年来社会政策与社会建设发展的反思

４．李强．广州累计投入１７．７亿元扶持社工服务发展［Ｎ］．南方日报．２０１６－１０－１９．

　　本文大略地回顾了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我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及其对社会
建设的促进作用。笔者认为，改革开放４０年，我国的社会政策经历了从含
混、从属到相对清晰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最初的２０年，社会政策混合于
经济政策之中，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型社会政策。２１世纪初，随着对社会
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不断深入，社会政策理念开始较为清晰，在实践上则表
现为大量社会政策的集中出台，这一阶段的社会政策是补缺型或补偿性
的。２０１２年之后，社会政策进入科学化、制度化阶段，社会政策在标准、过
程、目标上强调制度化、精准化。这些重要变化是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
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相适应的。当前，虽然决策者已经认识到社会政策
的重要性，认识到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辩证关系，但是我国的社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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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还是为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服务，社会政策远未达到“自性”状
态，政府还应该加强社会政策能力建设。５

在我国，社会政策对社会建设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对受片面经济增长危
害的社会的挽救，即增强经济型社会和原子化社会的社会性。这里有波兰
尼提出的“保卫社会”的意涵，６但又不能归结于此，因为我国当前处于发展

中国家的改革转型阶段，有特殊的国情。社会政策对社会建设的贡献表现
在促进政治认同、解决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困难等方面，也表
现在通过实施相关政策以增强城乡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

在此意义上，社区建设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集中体现。社区建设的核心内容
是社区服务和社区参与，当社会矛盾集中于社区并造成社会紧张时，社区
治理就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加强社会服务、加强和创新社会
治理的实践中，党组织的地位得到加强，居委会的能力得到提高，社会组织
得以参与，社会工作的作用得以发挥，我国基层的社会建设在不断发展。

５．王思斌．２００４．社会政策时代与政府社会政策能力建设［Ｊ］．中国社会科学（６）：８－１１．
６．波兰尼，卡尔．２００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Ｍ］．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需要指出的是，从当前我国市场社会转型所处的阶段和面临的问题来
看，我国社会政策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它对社会建设应发挥的作用远
远不足。以人本为基础的社会建设还处于探索过程之中，各种建设力量之
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各方力量需要进一步整合，经济发展与社会建
设之间的关系应该更全面地被理解，社会政策需要更加全面科学地发展，

适用于我国国情社情的社会建设逻辑还需要进一步理清并系统地实施。

责任编辑：冯莹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模式与机制的变迁

张文宏

　　肇始于１９７８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启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
的第二次浪潮。本文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模式与机制的变
迁轨迹及其特点，并就社会流动模式与机制变迁的制度根源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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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特点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模式发生了如下重要变化：

（一）社会结构复杂化，社会分层标准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控制了政治、

经济、文化等一切资源，垄断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制
度和政策安排，直接控制着每一个社会成员乃至每一个阶层的社会地
位和社会流动机会。政治权力及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是划分阶层
的唯一标准，社会结构是简单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
层”，或可称之为政治主导型的社会流动模式。

１．李强．１９９３．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陆学艺．２００２．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３．孙立平．２００４．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１９７８年以后，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轨道上来，开启了农村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
施，使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大大加快了经
济发展的步伐，推动着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工业化、

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力量推动着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变。这一转变
在社会领域则体现为社会利益不断分化、社会分层的标准开始多元化。

除政治标准外，职业、收入（资本／财富）、教育、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要
素在划分社会成员阶层中的功能开始恢复，并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
用。与此相适应，社会结构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模式发展为更加
复杂多元的模式。一些学者提出利益群体论１、层化论２、碎片论３等，

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分层标准的多元化从不

同维度、不同视角进行了讨论。

（二）社会流动空间不断扩大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进，使农民获得了对土地等农

业生产资源的使用权和经营权以及对交粮纳税后的剩余农产品的处置

权。农户自身的经营能力和经营水平决定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当时占全国劳动力约７０％的农民的
积极性，而且显著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由于不同农户生产经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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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农村社会开始出现收入与财富积累的分化。具有较强生产经
营能力的部分农户，逐步成长为专业经营大户。国家对农户生产经营
范围控制的不断松动，为农民创造了新的选择和发展机会。部分农户
的家庭副业生产经营范围逐步从农业、种植业和简单的手工业扩展到
加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农民无需通过社队企业、城市招工、上大学或
参军，就能实现向非农职业的转换。４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
突起为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提供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式的非农转移的初步空间。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７年，乡村劳动力从事非农
产业的人数从３　１５０万增加到８　１３０万，增幅达１５８．１％，年均增长率为

１１．５％。５１９８９年起，中国出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突破城乡政策特别是
户籍政策藩篱进城务工经商的“民工潮”。据保守估计，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８
年进城“农民工”数量累计约１３７．６万，６到２０１６年增加到１．７亿。７

４．陆学艺．２００４．当代中国社会流动［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７７．
５．本文所引用的数据，除特别说明之外，均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提要》。

６．陆学艺．２００４．当代中国社会流动［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８３．
７．李培林．２０１７．改革开放近４０年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问题及对策［Ｊ］．中共中央党
校学报（６）：５－１６．

由工业化带动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为包括城市居民在
内的全部劳动者提供了向上流动的空间。１９７８年，全国第一、第二、第
三产业创造的产值比例分别为２８．１％、４８．２％、２３．７％，１９８８年分别为

２５．７％、４４．１％、３０．２％，１９９８年分别为１８．６％、４９．３％、３２．１％，２０１７
年分别为７．９％、４０．５％、５１．６％。１９７８年，全国劳动力在第一、第二、
第三产业就业的比例分别为７０．５％、１７．３％、１２．２％，１９８８年分别为

５９．３％、２２．４％、１８．３％，１９９８年分别为４９．８％、２３．５％、２６．７％，２０１７
年则变化为２７．０％、２８．１％、４４．９％。改革开放４０年，我国产业结构
变化的特点是第一产业的产值比例急剧降低，第二产业的产值比例保
持稳定，第三产业的产值比例急剧提高；同时，就业结构的特点是第一
产业就业人数的急剧减少，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稳步增加和第三产业
就业人数的快速增长。产业和就业结构此消彼长的调整和变化，为多
数劳动者特别是原来的中下层劳动者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巨大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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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流动渠道不断增加，新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并成为

　 新中间阶层的主体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魏昂德（Ａｄｒｅｗ　Ｇ．Ｗａｌｄｅｒ）在分析计划经济体
制时期中国社会的流动渠道时，提出了著名的“二元路径模型”：一条途
径是既有教育文凭又有政治凭证（即中共党员身份）的社会成员，其结
果是走向拥有声望极高、权力较大和享有明确的物质特权的行政管理
岗位；另一条途径是要求教育文凭而不要求政治凭证，其结果是走向具
有高度职业声望，却只享有有限权力和较少物质特权的专业技术岗位。
前者强调的是特殊主义的政治忠诚，后者突出的是普遍主义的专业技
术资格。魏昂德提出的“有选择的政治审查和吸纳”模型是分析社会主
义国家优势群体形成的新思路。他的研究发现实际上说明优势群体是
分离的，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是向上流动的有效凭证。８

８．Ｗａｌｄｅｒ，Ａｎｄｒｅｗ．１９９２．“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１５：４０５－４２４．

改革开放以来，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倡导下，经商办企
业成为部分体制外社会成员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另外一条途径。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全民所有制单位无力接纳、不愿接纳的
返城知青和两劳释放人员成为最早一批个体工商户。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待业青年和农村富裕劳动力部分转为个体工商户；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因企业改制被分流的下岗失业职工被迫转为个体工商户。同时，进
入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则是主动选择流向这个新社会阶层。１９７８年，全
国城乡个体工商户共１８３万户，１９９８年为３　１２０万户，２０１７年为６　５７９
万户；全国私营企业数量１９８９年为９．０６万，１９９８年为１２０．０９万，２０１５
年增长为１　９０８万；私营企业主１９９８年共２６３．８万人，２０１５年增长为

３　５６０万人。

２００６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
的意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
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
中。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颁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
规定，新社会阶层主要由“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组成。中央统战部２０１５年公
布的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约４　８００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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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约１　４００万人，自由职业人员约１　１００万
人，新媒体从业人员约１　０００万人。如果加上３　５６０万私营企业主和

５　４００万个体工商户，我国“新社会阶层”的总规模大约为１．７３亿人，占
当年就业人口的２２．２９％。从新社会阶层的职业性质、收入水平和社
会地位认同等方面来判断，这部分人是我国中间阶层和社会中上层的
新来源。

（四）社会流动率不断提高，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是主流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先生领导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

课题组”的研究结果，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年，就业人员的代际总流动率为

４１．４％，１９８０～２０１１年为５４．０％。同时，这两个时期的向上流动率分
别为３２．４％和４０．９％，向下流动率分别为９．１％和１３．１％。从初职与
现职的代内流动率来看，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年的总流动率为３５．３％，１９８０～
２０１１年的总流动率为３８．２％，两个时期的向上流动率分别为２３．８％
和２２．６％，向下流动率分别为１１．５％和１５．６％。从前职与现职的代内
流动率来看，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年的总流动率为１３．３％，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的总
流动率为３０．２％，１９９０～２００１年的总流动率为５４．２％，三个时期的向
上流动率分别为７．４％、１８．７％和３０．５％，向下流动率分别为５．９％、

１１．５％、２３．６％。９

９．李春玲．２００８．移民与社会流动［Ｇ］／／社会学与中国社会．李培林、李强、马戎，主编．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５０１－５０２．
１０．李欣欣．２０００．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 ［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５５．
１１．来源于上海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在上海、广东、吉林、河南、甘肃、云南６
省市城乡完成的“社会发展状况”随机调查的结果。

根据另外几项调查的结果，１９９０年全国社会成员的总流动率为

５０．０％，１９９３年为４７．３％；１０上海大学２０１２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总流动
率达到６６％。１１从时间维度来看，中国社会在地域空间方面更开放了。

再看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比例，１９９０年为４０．１％，１９９３为３５．８％，上
海大学２０１２年的调查结果是４７％，相较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向上流动
的机会也增多了。社会流动性比２０世纪更加显著，当然代际流动呈现
一定程度的子承父业，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代的职业获得和社会流动
有重要影响。
从社会流动率不断增长的趋势来看，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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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率的增加不仅体现在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方面，同时也体现在
向下流动方面。工业化、城市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了产业结构和
职业结构的升级，这必然带来向上流动机会的增加，这也是所有工业化
国家社会流动的普遍趋势。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工业化的进程伴随着
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部分人经历了
向下的社会流动，进而导致向下流动率的上升。
此外，短距离的流动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方式，长距离的、大跨

度的、两极式的社会阶层流动并不占主导地位。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

７０年代的中国，从最高阶层到最底层、甚至从最底层到最高阶层的两
极式流动曾经很普遍，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现象还在延续，与当时处在
急剧转型时期的社会流动规则不确定、不明朗有一定的关系。

二、中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收入、财富和资本成为地域流动和阶层上升的重要拉力
１９７８年以后，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倡导下，经济收入、
财富分布和收入分配的“结果公平”开始转向“机会公平”或“程序公
平”，这是社会分层机制的重大调整。无论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还是合同制、承包制、计件工资制、下岗分流增效、产权制度改革等
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制度的出台；无论是鼓励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发
展的优惠政策，还是建立沿海经济特区、大力引进三资企业的重大举
措，都标示着经济收入、财富甚至资本成为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标准。
通过合法劳动、投资积累个人和家庭的财富成为多数社会成员的奋斗
目标，也成为人们提升自己和家庭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在某
种意义上，笔者认为，以收入、财富和资本为核心的经济标准已经取代
了政治标准，不仅成为中国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而且成为多数社会成
员实现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的重要拉力。
不同阶层社会成员利益分化的直接体现是各阶层收入差距的逐步

拉大，也使收入、财富和资本成为各阶层在职业流动和社会流动时考量
的重要因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全民经商、政府官员“下海”经商热潮
和２０１５年前后出现的新一轮官员“下海热”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收入
和财富是引导人们社会流动的核心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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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成为阶层上升的重要影响

　 因素
　　教育以及培训经历、从业经验、专业资格证书等人力资本在社会分
层中的重要性上升，成为推动社会成员阶层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文革”期间，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在社

会分层中的作用被忽视，特别是当时人力资本最丰富的知识分子被排
在社会分层结构的底层，其中许多人摆脱不了被批斗、被劳改、被下放
的命运。

１９７７年以后，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恢复重新确立了教育在社
会分层及社会声望评价中的重要性。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我国
逐步恢复了学士、硕士、博士等系列学位制度、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制度、
技术证书制度（会计师、律师、资产评估师、建筑师等），使以教育文凭和
专业技术证书为核心的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在社会流动中的功能不断凸

显和强化。我国高等学校招生人数和录取率不断攀升，从１９７７年招生
人数２７万人、４．８％的录取率，到１９９９年的１５９．７万人、５６％的录取
率，再到２０１７年的７００万人、７４．４６％的录取率。这不仅说明教育在提
升人们社会地位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体现了高等
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型，中国正在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
强国转变。

（三）身份社会逐渐向阶层社会过渡，户籍、家庭出身等先

　 赋因素的作用式微

１２．张文宏、刘琳．２０１３．市场转型与家庭成分问题研究———以“黑九类”的子女们为例 ［Ｊ］．
江苏社会科学（４）：４０－４６．

　　改革开放前以家庭出身和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政治标准在改革开放
后逐渐被以收入、财富和资本为核心的经济标准所取代，后者在社会分
层中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而强化。改革开放前，家庭出身
是一个人政治身份的代码，是一个人政治地位的标识，所谓“红五类”
（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出身的人处在社会政治
地位的上层，而所谓“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家庭
出身的人则被视为有政治污点，是被社会歧视、被国家压制的一类人。
这种偏见在“文革”时期登峰造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的“血统论”曾经一度甚嚣尘上。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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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身份制度、身份体系逐渐瓦解或衰落，以社
会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向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的变化主

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户籍身份的限制开始弱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允许农民
进城务工经商。最初是“离土不离乡”，现在是“离土又离乡”。农民中
出现了“农民企业家”，甚至百万富翁、亿万富翁。２００３年《城市流浪乞
讨人员收容遣送条例》的废除和２０１４年７月３０日出台的《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将城乡居民的身份平等作为户籍制
度改革的最终目标。到２０１７年，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达到２．８６亿
人。１３此外，那些不具有本地户籍的外来常住人口，包括具有外地非农
户籍的新城市人，也正是突破了户籍身份的限制实现了地域流动和社
会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

第二，以单位级别和干部级别为基础的分层机制发生变化。改革
开放之前，１到２４级的行政级别和从国级到科级的１０级单位级别是
各种社会资源配置以及相应级别干部的工资福利待遇发放的主要依

据。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以单位级别和干部级别为基础的“官本
位制”逐渐松动，开始与市场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决定人们在社会分层
结构中的相对位置。改革开放前干部与工人身份的严格界限逐步
消解。

第三，档案身份已经突破。改革开放前，人才和劳动力难以流动的
原因是中国特有的严格的档案管理制度，档案身份是人才单位所有和
部门所有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后，档案身份对体制内劳动者的束缚
大大减少。

１３．参见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７日发布的《２０１７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

第四，工作单位的所有制类别作为一种身份标识的作用逐渐减弱。

１９７８年以前，人们初次就业和职业流动的首选单位类型是全民所有
制，其后是集体所有制。１９７８年以后，随着个体户、私营企业等体制外
单位的涌现，特别是外资企业的快速发展，单位所有制类型在职业地位
获得和社会流动中的重要性日趋下降，大量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
所谓体制内的就业者向体制外特别是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流动。这在
一定意义上说明了所有制身份不再作为社会流动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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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资本成为促进社会流动的一种重要社会资源
国内外关于社会资本与职业地位获得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以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家庭背景为核心的微观社会资本在初

次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中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１４、１５、１６有关中国

大陆的经验研究表明，在改革之前的再分配时期、双轨制时期和转型期
三个历史时期，发挥社会网络的作用实现职业流动的比例分别为

５７．８％、６６．４％和８４．９％，１７说明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是实现职业流

动的一种重要机制。另外一项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较贫乏、

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更可能使用社会网络资源以实现职业流动；运用社
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向是从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流向个体、集体、外资
合营、外国独资、新经济部门或无主管上级的市场化的经济实体。１８此
外，社会成员的科层关联度越高，其社会资本总量越丰富，表现为社会
网络规模较大、网顶较高、网差较大，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联系
也较多。社会成员的市场关联度越高，其社会资本总量越高，社会网络
优势越明显。尽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社会资本的差异，但是阶级
阶层地位和与职业相关的社会关联度是两个不可忽视的视角。阶级阶
层地位限制了人们自由地拓展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职业活动给
人们提供了不同的社会机遇。阶级阶层地位优势以及工作场域中的职
业交往优势，可以转换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优势。人们一旦具有
了社会资本优势，将会产生主客观的积极效应。１９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

在改革开放之前主要作为一种获取短缺、紧俏商品的手段，改革开放后
则转化为社会流动特别是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一种机制，成为人们资
源获取和资源维持的一个重要手段。

１４．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Ｍａｒｋ．１９９５．Ｇｅｔｔｉｎｇ　Ａ　Ｊｏｂ：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ｅｅｒｓ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５．Ｌｉｎ，Ｎａｎ．１９８２．“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Ｐｅｔｅｒ　Ｖ．Ｍａｒｓｄｅｎ　ａｎｄ　Ｎａｎ　Ｌｉｎ．Ｂｅｖｅｒｌｙ　Ｈｉｌｌｓ，ＣＡ：Ｓａｇｅ：１３１－１４５．
１６．Ｂｉａｎ，Ｙａｎｊｉｅ．１９９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ｌｂａｎｙ，ＮＹ：ＳＵＮ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７．边燕杰、张文宏．２００１．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７７－８９．
１８．张文宏．２００６．社会网络资源在职业配置中的作用［Ｊ］．社会２６（６）：２７－４４．
１９．边燕杰．２００４．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Ｊ］．中国社会科
学（３）：１３６－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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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特点表现为社会结构
复杂化、社会分层标准多元化。社会流动的空间不断扩大，社会流动的
渠道不断增加，新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并成为新中间阶层的主体。社会
流动率不断提高，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是主流，短距离的流动是社会阶层
流动的主要方式。社会阶层流动与地域的迁移是相伴相生的。中国社
会流动机制的变化则呈现为，收入、财富和资本成为地域流动和社会阶
层向上流动的重要拉力，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成为社会阶层向上
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身份社会逐渐向阶层社会过渡。户籍、家庭出身
等先赋因素的作用式微，社会资本成为促进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一种
重要社会资源，中国社会的开放性越来越高，阶层固化或社会封闭的判
断并没有实证依据。但是，中国要形成一个完全开放的高流动性、中间
阶层占主导、公正公平合理的社会结构，还需要继续推进以户籍制度、
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彻底破除所有
阻碍社会成员流动的制度及非制度屏障，比如地方保护主义、城乡区隔
的二元结构，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这一社会主要矛盾，逐步迈向稳定有序、充满活力、自由平等、公正合
理的现代社会。

责任编辑：冯莹莹

培育与大变迁时代相适应的社会心态

周晓虹

一、百年变迁与中国人价值观的重塑

伴随着近４０年来中国经济的狂飙突进和ＧＤＰ的快速增长，中国
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变迁。尽管全面述及这场变迁并非
易事，但我们都承认正是这场变迁带动了中国人社会心理的深刻变化，
而这一变化反过来也促进了变迁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推进。认真审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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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年来中国社会林林总总的变化，我们能够意识到“人的价值观、行为
规范和信仰在决定社会类型（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方面所起的重要作
用”，历史昭示“价值观的转变是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前提条件”。１

社会心理，或更多地表现其变动、宏观和突生特征的社会心态，对
大变革时代的推进或能动作用，自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伊始就引起了人们
的关注。２０余年后，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将社会建设提到执政党和国家
的发展议程上来，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提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五位
一体”的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之后，如何培育与大变迁时代相适应的
社会心态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和流行话语。继２０１１年“十二五”
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之后，

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
极向上的社会心态”２。至此，培育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成为社会建设
的题中应有之义。历经数十年的急速变迁，没有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
就不会有和谐美好的社会，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
变革或重塑中国人的价值观或社会心态是一个有上百年历史的老

话题，但至今仍未能彻底求解。自甲午海战失败开始，面对最初的信仰
危机，维新派先驱们就意识到如果仅从物质文化层面入手学习西方，如
康有为所言，就难免会落到“根本不净，百事皆非”的地步。为此，先有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后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他们将对传统
社会的批判转向制度、文化和精神层面。在梁启超“新民说”的基础上，
陈独秀进一步提出了重建中国社会价值系统的时代课题，并将“自主的
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口号写在《新青年》的“发刊辞”中，以
敬告青年。他认为，作为社会之新鲜细胞的青年唯有具有新的人格和
价值观念，中国社会才能富有生机。

１．韦伯斯特，安德鲁．１９８７．发展社会学［Ｍ］．陈一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３２．
２．习近平．２０１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４９．

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古老的中国面对一系列危
机发生了朝向现代的转变。受西方影响，中国人尤其是年青一代开始
追求个性自由，对家庭和家族本位提出了空前激烈的挑战，个体与群体
（家族）的关系问题第一次出现了紧张乃至对峙。伴随着社会的进步，
如林语堂所言，在价值观和社会心态领域，“新观念的要旨是如此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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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包括了各种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的引进，还包括科举制度的废
除，学府制度的改变，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知识的普及……”３。其后由
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近代中国的这场变革未能持续下去，但人格和
精神上的新变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向往。

１９４９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后，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中国，
一直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党和国家都倡导青年人要做“又
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人，并以雷峰这样一个具体人物为榜样，为社会
主义“新人”拟定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并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激发出年青一代改造中国的激情和斗志。然而，同样令人遗憾的是，
“文革”十年，包括“上山下乡”在内的一系列极左运动，使年青一代受到
了深深的伤害，以致１９７６年他们通过“四五”运动向旧有体制发起了严
峻的挑战。
青年的抗争和老一代革命家的果敢，促成了１９７６年的惊世之举和

随后而至迄今已４０年的变革。但当北岛们喊出“我不相信”之时，在改
革开放之初，原有价值观的坍塌也使中国人陷入了自近代以来的第二
次信仰危机，甚至比第一次更为严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潘晓讨
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虚假的道德说教和严峻的社会现实之间
的矛盾，但它引发的价值观大讨论却矫枉过正，在个人与群体／社会的
关系问题上让个人的“钟摆”摆过了头。此时，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建设
起码在精神层面面临困境。

１９９２年之后，社会主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迈进，以一种静
悄悄的方式，使中国人的价值观发生转变：一方面，与市场经济同时生
长起来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流动意识、竞争意识、公平观念甚至全球
意识愈加彰显；另一方面，在理想主义精神消失，价值观变得越来越多
元的同时，生活世界的世俗化和功利化倾向日益明显，“潘晓讨论”虽然
被行政手段终止了，但由此拨动的钟摆却继续朝向个人的一端摆动。
一时间，个人主义大行其道，甚至漠视集体、社会、国家的极端行为也不
鲜见。个体与群体（集体、社会、国家）的关系问题再度紧张，甚至变得
愈加尖锐。

３．林语堂．１９９４．中国人［Ｍ］．郝志东、沈益洪，译．上海：学林出版社：４０．

笔者认为，当代中国人价值观或社会心态重建所面临的问题，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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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长达百年的社会转型所一再面临的那个核心问

题———个体与群体（从家族到社会直至国家）的关系问题。４简言之，伴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千百年来受到过度压抑的中国人的个性的崛起或
张扬，一直与强大的群体制约力量保持着紧张与对峙。这一紧张与对
峙不仅使近百年来中国人价值观的重建始终在对立的两极回荡，而且
直接影响到“安其所，遂其生”的心态秩序的建立。５换言之，徘徊不定
的中国人依旧未能在群体或社会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二、中国体验：精神嬗变的边际性

如同中国宏观的社会结构具有鲜明的二元特征一样，自１９７８年开
启的大变革时代或所谓的转型时期，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即我
们所说的“中国体验”（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也开始呈现鲜明的边际性。这
一方面说明以“中国体验”为表征的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心态是社会快速
变迁时代的精神感悟，另一方面它也构成了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变
迁的一种独特视角。

４．周晓虹．２０１４．当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笔谈（上）———开放：中国人社会心态的现代表征 ［Ｊ］．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５）：４６－４９．
５．费孝通．１９９３．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Ｊ］．社会（７）：１６－２３．
６．Ｓｉｍｍｅｌ，Ｇｅｏｒｇ．１９５０．“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边际性人格的人被称为“边际人”（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ｍａｎ）。边际人的概念内涵源自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他在《陌生人》中
论述了与边际人十分类似的一种特定的心理和行为模式，６实际上其
本人就长期扮演着一种“异乡人”或“陌生人”的边际角色。１９２８年，美
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沿着齐美尔的思路，将边际人形象地比喻成
文化上的混血儿，他们寄托在两个不同的群体之中，但又不完全属于任
何一方，他们的自我概念是矛盾的、不协调的。用帕克自己的话说，边
际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在这两个世界中，他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外来
者”。不过，这种边际性不只是一种负担，同时也是一种财富。因为“相
对于他的文化背景，他会成为眼界更加开阔、智力上更加聪明、具有更
公正和更理性观点的个人。‘边际人’相对来说是更为文明的人类”。
“正是在边际人的思想中，由新文化的接触而产生的道德混乱以最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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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正是在边际人的内心———那里正在发生文化的变
迁和融合———我们可以更好地研究文明和进步的过程。”７

如果说“边际人”真的能够准确地刻画出现时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群
像，那么如上所说，作为变迁的一种精神景观，其人格的二元特征或社
会心态的两极化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体验”的本质特征。若对现时中
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作一番认真的关照，那么确实可以说，这４０
年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从多方面体现了这种“二元特征”。显然，
如果能够正确地认识到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这种二元性或两极化特

征及其社会成因，我们就能够在相当的程度上说明“中国体验”的本质，
也就能够找出这种精神嬗变对１３亿中国人民甚至处在变迁激流中的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民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首先，转型时代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

为传统与现代的颉颃。其实，传统与现代的颉颃是所有转型或变迁社
会的常态现象，早在８０年前即中国社会在西方的“冲击”之下刚刚向现
代转型之际，鲁迅先生就指出，“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
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枪，
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
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８。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政治学家雷格斯在对泰国和菲律宾的社会转型研究中也发现，不仅在
一般的社会状态上，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这种新与旧的作风的混合，
现代与传统观念的重叠，或许正是转型社会的一个突出特质”９。进一
步说，这种精神上的传统与现代的重叠或颉颃，既为社会和个人生活的
变革提供了可能，也使生活于其间的个人或社会群体“无所适从”或“朝
秦暮楚”，以致“整个社会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每种人都多多少少有‘不
守其分’或‘不安其位’的行为，每种组织都多多少少有越界逾限的作
风”１０。

７．Ｐａｒｋ，Ｒｏｂｅｒｔ　Ｅ．１９２８．“Ｈｕｍ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Ｍ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３（６）：８８１－８９３．
８．鲁迅．２００５．鲁迅全集（第一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９．Ｒｉｇｇｓ，Ｆ．Ｗ．１９６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Ｂｏｓｔｏｎ：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Ｍｉｆｆｌｉ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２．
１０．金耀基．１９９９．从传统到现代［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７７．

其次，转型时代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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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理想之所以还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是因为中
国社会在不断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４０年以来的进步，让人们感受到
了希望；但是，现实又常常令人不满。大多数人能意识到的不满心态的
成因是这４０年的进步带来的个人生活变迁的非均衡性。在改革开放
之初刚刚出现不同群体间收入的分化时，社会上就开始出现“端起碗来
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奇特心态。经过４０年的变迁，当中国社会从原
来接近平均主义的同质社会变成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异质社会时，尽
管人们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已经大大提高，上述心态还是不可避免地
演化成了整个社会的“仇富”心理。多数社会成员对贫富差距的感知空
前清晰，他们对贫富差距和富裕阶层都持消极的否定态度。１１而大多数
人未能意识到的不满心态的成因恰恰是这４０年变迁速度太快。急速
的社会变迁不仅持续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状态，也大大提高了民众感受
幸福的阈值。这一方面提高了民众的社会期望，另一方面也使他们的
满意度大打折扣。只有同时考虑到这两个因素，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在
快速的进步之下，“不满”反倒成为一种遍及不同阶层的常见心态。

再次，转型时代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
为城市与乡村的对峙。在中国，城乡分治多年，加之城乡之间的差别一
直十分巨大，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人格模式：都市人格和乡村人格。

前者是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一致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精
明、开放、享乐，自我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异质性、积极进取、业缘本位；

后者则是与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吻合的价值观和行为模

式，具体表现为敦厚、吃苦耐劳、封闭，他人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同质性、

消极自保、血缘与地缘本位。１２这种人格特征上城市与农村的对峙，并
不包含道德评判，也并不仅仅发生在市民和农民之间，每一个具体的人
都可能同时存在上述两种不同的人格和行为特征。有的市民在行为方
式上可能更“乡村”一些，比如，他们不遵守交通规则、不爱护公共卫生，

因为他们尚不适应同生共济性更强的城市生活；同理，沿海地区率先步
入现代化的农民在行为方式上也可能更“城市”一些。１３

１１．马广海．２００８．贫富差距背景下的社会心态简析［Ｊ］．东岳论丛（５）：１１１－１１７．
１２．叶南客．１９９６．边际人———大过渡时代的转型人格［Ｍ］．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４７．
１３．周晓虹．１９９８．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Ｍ］．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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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转型时代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
为积极与消极共存。在论述近４０年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时，多数研
究在肯定这种嬗变的积极向度的同时，也指出了它具有的消极向度。
事实上，精神嬗变过程中积极与消极的共存，本身就是变迁或转型的一
种特征；同时，任何一种心理特征或精神特质都可能会引发积极或消极
的社会后果。如果我们只看到近４０年整个社会朝向市场的转型，以及
对物质生活和经济成就的肯定带来的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ＧＤＰ的
狂飙突进，却忽视这种价值观也会带来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那么在理
论和认知层面上一定是片面的。同理，变迁的迅即，既可能造就中国人
积极能动的社会心态，同时也会孕育焦虑、浮躁和夸耀１４———中国“高
铁”的得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三、面向未来：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讨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或我们所说的社会心态的嬗变，自然面临
一个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如果说“中国体验”是１３亿中国人民在改革
开放４０年的过程中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震荡，是他们在价值观、生
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迅疾变化，那么，我们能否使变迁中的中国
人的社会心态尤其是其积极的面向积淀下来，同时尽量剔除其消极面
向，以此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笔者认为，讨论中国的改革开放，讨论中国社会的转型或“中国梦”

的实现，不仅涉及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同样更与我们这个
古老国家国民精神的积极改变或中华文明的重塑休戚相关。现在，越
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为避免中国社会的进步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或

ＧＤＰ堆积，我们应该在积极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包括心理建设
在内的社会建设，使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同步进步或嬗变。显
然，背负着厚重传统的十几亿中国人朝向文明和现代的转型同样是实
现“中国梦”这一伟大理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１４．周晓虹．２０１４．当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笔谈（下）———焦虑：迅疾变迁背景下的时代症候［Ｊ］．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６）：５４－５７．

加强心理建设，或者说培育与大变迁时代相适应的社会心态，在改
革开放４０年的过程中是一步步形成社会共识的。在改革初期出现“端
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时，中国传统中“不患寡而患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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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心理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率先在理性意
义上思考这一问题的社会学“先驱”是智者费孝通先生。１９９２年在香
港中文大学举行的首届“潘光旦纪念讲座”上，费孝通就指出社会学研
究在人文生态层次之外，还要研究心态层次的问题。当时已年逾８０的
费老指出，我们“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
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
生价值的心态秩序”１５。

１５．费孝通．１９９３．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Ｊ］．社会（７）：１６－２３．
１６．杨清媚．２０１０．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人案例的人类学史研究［Ｍ］．北京：世界图
书出版公司．
１７．费孝通．１９９３．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Ｊ］．社会（７）：１６－２３．
１８．中共中央．２００６．中共中央关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Ｍ］．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１９．人民日报评论部．心态培育 执政者的一道考题［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１－０４－２１（１４）．

作为一位信奉“以天下为己任”的“最后的绅士”，１６费孝通在他接
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目睹并亲身体验了两次虽有间隔但实际上朝

向一致的现代社会转型：１９１１年的革命和１９７８年的变革。这两次大
的社会转型在改变中国社会历史命运的同时，也带来了对原有社会秩
序的猛烈冲击，甚至带来了“更为迫切的心态秩序的危机”１７。可见，提
倡“心态”研究，正是这位社会学“先知”对我们当前越来越感同身受的
“问题”或“危机”所做的一种警示。
进入２１世纪之后，伴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矛盾的显性

化，中国人的社会心态也开始显露出前所未有的失序迹象。在此背景
下，一方面，党和国家开始提倡“和谐社会”建设；１８另一方面，费孝通先
生的警示也引起学界和政界更多人的关注。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５月，《人
民日报》评论部连发５篇评论，提出“心态培育，（是）执政者的一道考
题”，而“焦躁疑惧、迷茫失落、愤青思维、拜金主义……在急剧转型中社
会心态的失衡之势，是我们正在面临的挑战”１９。
面对价值观领域的断裂和社会心态的紊乱，党和国家意识到，在经

济发展的同时，重建与现行社会形态相一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的重要性。继２００６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
明确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成之后，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
将其浓缩，“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制，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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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２０。

几乎与此同时，培育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也被写进议事日程，党的十九
大更是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２１，并将其作为“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要义之一。

自２００２年提倡建设“和谐社会”以来，党和国家在此后的十多年中
为有效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在心理建设层面做了许多铺垫。由于
其基本的出发点都强调“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
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因此无论是在治理方式上强调“实现
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还是在化解社会矛盾
时力求“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
制”，２２都体现了培育积极向上、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的积极努力，而各
地的相应实践更是为心理学在社会建设中的微观作用写下了清晰的

注脚。
当然，从相对宏观的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无论是推广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还是培育与大变迁时代相适应的社会心态，党和政府这些年的
努力也值得回望。笔者认为，这种推广和培育最大的特点是它充分考
虑到了“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
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２３，因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尤为强调“注重宣传教育、示范引
领、实践养成相统一，注重政策保障、制度规范、法律约束相衔接”。在
涉及社会建设之主题时，则要求“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
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增进社会和谐”，甚
至强调“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２４

２０．中共中央办公厅．２０１３．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Ｍ］．北京：人民出
版社：４．
２１．习近平．２０１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４９．
２２．中共中央．２０１３．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Ｇ］／／中国共产党第
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６９－７１．
２３．中共中央国务院．２００４．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增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意见．北京：中发１６号文件．
２４．中共中央办公厅．２０１３．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Ｍ］．北京：人民出
版社：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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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社会建设的主题之一，党和国家看到了培育
和养成核心价值观和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因此决
意将其“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２５，尤其是从青少年入手，培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能够与大变迁时代相适应的社会心态。笔者曾经论证，
这种培育和养成必须从年青一代入手，２６这是因为：首先，如梁启超和
无数前贤所言，青年才是中国的未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
先必须铸就能够堪与时代比肩的年青一代；其次，青春期是锻造价值观
和养成日常社会心态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化为个体的成长做
好了自然铺垫，青春期的共同经验确定了一代人共同的政治经验，青春
期的遭际也为一代人整体心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最后，需要强调的
是，真正能够支撑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价值观体系和社会心态的建
构，需要通过不断的反思、交流和吸收，而历史证明只有年青一代才能
够担当这一重任。

２５．中共中央办公厅．２０１３．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Ｍ］．北京：人民出
版社：６．
２６．周晓虹．２０１５．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Ｍ］．北京：商务印书馆．

责任编辑：冯莹莹

·０９·

社会·２０１８·６


